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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作為許諾：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中的會議、國家話語、與社區行動*

容邵武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學一般將國家官僚行為的功能歸納為工具性和象徵性，前者強調國

家施政的理性計算，後者著重在國家和當地原有文化分類的關係。以國家計

畫為例，我試圖指出計畫還必須如同宗教許諾願景般的功用，引發人民情感

的層面，讓其加入一個更大的意義秩序，甚至一同構建自己成為國家治理的

一員。

本文將以我參加的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2013-2016

年）為例，描述計畫執行的三種鼓勵參與的會議型態，計畫團隊與補助單位

的評鑑工作會議、計畫團隊內部的例行會議、計畫團隊與合作社區的交流會

議。我將說明此計畫如何是當今誘發對未來憧憬的政策的一環；其次，在各

種層次的執行上，許諾和現實的矛盾是如何顯現在各種行動者的協商和調

整。本文希望說明會議（meeting）作為聚集不同性質行動者的場合，呈現

出追求美好未來的政策構建了當下人們的身份、欲望，以及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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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稍微注意當今高等教育困境的人，對於「高教崩壞」一詞應該不會陌

生，也就是如戴伯芬（2015）所編的一本書副標題所指出的癥候：市場化、

官僚化、與少子化的危機。然而，早在21世紀之初，社會學者顧忠華描述當

時從大學評鑑指標，到各種計畫的補助，已經暴露出功利取向的資源分配模

式，加劇了爭取預算資源的無休止鬥爭（顧忠華 2005：8）。台灣的狀況和

全球的趨勢相距不遠，如同高等教育觀察者Gerard Delanty指出，全球化使得

大學角色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大學正在擁抱消費主義，完全整合至資本主義

中，於是大學所生產的知識不再是理性與道德的論述，反而追求知識產品與

資訊產品（Delanty 2010：887-891）。很顯然地，這一波的「高教崩壞」導

致理性專業知識越來越商品化，雖然這只是目前高教眾多困境的一個面向。

隨之而來的關鍵在於，大學在如此的格局與危機中應該如何尋找出路？

科技部於2012年9月提出「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社計

畫），並公開徵求大學團隊參與，算是提供大學因應上述困境的一個方法。

人社計畫的宗旨與目標如此寫到：「期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

探討當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於此同時，也希冀鼓勵大學履行社會責

任，建立多元學術典範，創造大學制度變革的可能性」（新作坊 2019）。我

們可以看到計畫的多重目標：改變大學的制度與體質、創造知識生產與流通

的新典範、透過與社會場域相關行動者（例如社區）的合作與實作增強學術

研究的社會影響與貢獻等等。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也面臨了多樣的問題，所

謂社會兩極化、環境惡化和民主倒退等。若以人社計畫所看到的臺灣面臨的

社會問題則是：「在全球化競爭下，社會追求經濟發展，但貧富差距加劇、

生態環境破壞、民主發展停滯等現象，卻也接踵而至」；於是，此計畫提出

因應的方法：「受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或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

概念啟發……期待能促進大學與地方社會的連結。透過大學以校為單位組成

跨領域研究團隊深入地方理解和回應在地需求，與居民和公民團體共同想方

設法，嘗試尋求解方。透過行動方案的落實，建立理論建構和社會實踐的相

互反饋機制（摘自「新作坊」計畫網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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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二個面向個別來看，高等教育和台灣社會都面臨困境，但是其實

它們個別面臨的困難很不一樣，個別的困難也自然導因於個別的複雜因素；

同時二個場域所面臨的困境也沒有因果關係，甚至可以沒有任何關係。反倒

是人社計畫把它們擺置在一起，並且提供解決問題的途徑，亦即社會創新或

社會設計，看看能不能互相擾動，試圖解決彼此部分的問題。如果以社會創

新小而美的特性，加上一所大學能夠創新與實踐的能量，很自然地在實務上

便理所當然從地方開始，實驗創新解決的方法，進一步找尋解決台灣社會困

境的模式。換句話說，擴大高等教育社會參與、知識「公共化」等等尋找高

等教育出路的呼聲，在這裡被擬想成大學走進社區一起動手找尋地方問題、

解決地方問題。高等教育的困境和出路與台灣地方社會的困境和出路在這個

計畫中被連接起來，從而計畫所界定的臺灣社會問題，變成大學要解決本

身預算、資源的危機時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大學晚近以來浸染在審計文化

（audit culture）裡，在評鑑指標和各種計畫補助模式的治理之下，早已是

比較容易付予責任和監督的機構。同時，若從上述顧忠華所提的各種計畫的

補助加劇大學之間爭取預算資源的無休止鬥爭，以及提供經費的單位是科技

部來看，大學「願意」走出校園，參與社會，自是意料之中。另一方面，相

對而言，一個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地方社會（社區）要參與這個計畫，讓

大學參與進來呢？換句話說，當計畫「期待能促進大學與地方社會的連結」

時，我們理解大學一端有充分的動機；同時，大學團隊也會常常被問到為什

麼要選擇這個或那個社區，團隊的學術訓練自然對這個類似「研究旨趣」的

提問有所準備，申論連接社區的理由與行動的目標，並強化走入社區的理所

當然。但是地方社會想要連結的動機是甚麼呢？一個直接的回答會是，因為

地方社會有著人社計畫所界定的種種困難，同時地方社會總是缺乏經費，亟

待政府挹注資源。另一個比較複雜的回答是，大學努力和社區建立起夥伴關

係，在協力合作研究理念引領下，大學因此得到社區居民或團體的認同和信

任而得以進入社區。第一個答案比較像是政府有著全知的視角，從理性設計

者角度鳥瞰到地方的問題，而且功能論式的著眼於地方接受由上而下的規劃

以及資源。第二個答案比較符合晚近倡導的行動研究精神，也就是各個持份

者（stakeholder）一起共學共作，共同界定問題以及隨之一起尋找解方（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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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o 2011）。然而，理性的規劃總是存在各種缺陷，計畫常常沒有達到目

標，似乎只剩下資源是真實的，長年由上而下的補助慣習是真實的，可以召

喚社區進入計畫。另一方面，共學共作是個好目標，然而光是平等互惠仍無

法完全解答地方社會一開始連結的動機，畢竟理解與合作是連結之後的動

作。更何況，實際上共作人類學（collaborative anthropology）的取向也不可

能避開權力不平等的問題（cf. Besteman 2010），因此共學共作反而是努力的

目標與結果，不會是一開始就吸引人的誘因。

當我們提問地方社會（社區）為何要參與計畫時，其實是在提問計畫

到底扮演甚麼功能。若以一般的理解來定義計畫，也就是人們規劃出目標、

找出並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那麼基本上計畫的要素便包括了

理性、知識、控制及進步等等，大致上和人們對於國家的期待和想像非常接

近，雖然計畫絕不限於國家，因為非政府組織、企業也都依循計畫而行動。

這個對於計畫的定義和規劃的性質相去不遠，包括了由上而下、專家官僚的

主導、利益和損害的計算等等。然而，依照Abram and Weszkalnys（2013）

的看法，當代民主社會越來越強調溝通、協商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再加

上晚近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人民越來越被當成是持份者，被鼓勵、授權參

與，所以出現了提升公民參與感與責任感的計畫類型。這類強調公民參與的

計畫，如何吸引「持份者」參與便同時是目標和過程了。在台灣的脈絡裡，

我們對此類趨勢倒是一點都不陌生，比方說，社區總體營造一直以來最主要

的論述：晚近台灣社會民主化強調草根民主、居民參與、以社區為主體、個

人在此養成表達公共意見的習慣及協商不同的意見與利益，最後可以成為公

民社會茁壯的前題。二十幾年下來，社區總體營造要建立台灣公民意識的基

調，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棄過，甚至擴散到其他相關領域的施政理念，包括最

近的「地方創生」計畫。很顯然地，公共性的培育試圖將個人的我變成公眾

的我們，便很難只有經濟性利益的吸引力。於是，除了上述提到的功利和習

慣，甚至國家規劃強制力的理由之外，本文將指出人社計畫作為強調公民

參與的計畫，必須提供一個未來，而這個對未來的許諾（promise）將讓地

方社會和人民投入計畫。本文將計畫視為一種邀約，一種國家藉此和人民對

話的方式；這組邀約和對話的方式許諾被邀約者、受話者不僅有一個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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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同時還把被邀約者、受話者變成未來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計畫不

僅將烏托邦、未來變成可以規劃的領域，而且計畫所揭櫫的未來讓人們有一

個和整體發生連接的方式，國家擁有對未來的規劃能力，這對其作為整體意

義（totality of meanings）系統是極其關鍵的。如同Abram and Weszkalnys

（2011，2013）所指出，計畫必須提供一個對現在狀況的描述，通常是不完

美的，因此需要計畫去改善以達到一個（較好的）未來；在此同時，由於人

類的生命有限，國家運用計畫介入改變人們生命時程、延長生命，最後建立

一種無限的感覺，一種蘊涵生命完整和整合的意義。同時，受話者進入國家

的邀約時，對於其體認其個人社會性至為重要，人們藉此行動參與、回應計

畫這個高度形式化的發話，進入到當代最貼近的集體—國家，同時經由計畫投

射的未來時間，讓自我得以感覺延展到有意義的連續。

不過，單是宣示一個未來不足以召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進入；也就是

說，受話者為什麼要與之對話呢？本文將說明許諾更是行動，行動建構了關

係。許諾是一種極其特殊的行動，它創造了許諾者、被許諾者、許諾的事

物，它更要開展許諾者、被許諾者相互的連接，沒有這樣的連接，強調參

與的計畫很難開始作為。計畫不只立定了一個目標，它更需要具體的行動

步驟；計畫不只投射一個未來的許諾，它更藉著許諾開展人們的連接，進而

行動。這樣的序列與內容就如同一個語言行為，有說話者、受話者、指涉

的內容。本文將借用語言人類學的成果來探討回答這一個問題。語言人類

學一直以來關注語言神奇開展社會行動的力量，由早期研究語言如何開啟

行動（例如Foster 1974；Graham, 1994；Weiner 1984），到晚近受到語言

行為（speech act）學者John. L. Austin影響的「日常倫理」研究（ordinary 

ethic），都關注到語言行為裡受到講話脈絡、對話者的策略、尤其是時間

性的影響。也就是說，許諾召喚人們進入關係，不代表這組關係就會持續長

久。許諾者無法完成諾言、許諾的事物七折八扣的實現，被許諾者離開等

等，如同Paul Ricoeur所言，許諾最是磨損人，在時間的流逝裡。但「這個

磨損（wearing）基本上正是使得許諾之所以為許諾（what a promise is）」

（引自 Garcia 2014：61）。這也是許諾另一種特殊的性質，許諾本身就蘊涵

了其對立面，也就是無法實現的許諾。這其中的關鍵便在於Austin（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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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語言做為一種行動，當「我承諾做某事」後來並沒有真正實現，人們

不會去懷疑「我承諾做某事」這句話本身，反而著重在承諾者的行動。因此

許諾不純粹只是話語，它必須帶來行動。同時許諾需待時間證明，也必須經

過時間考驗，在這個過程中將出現各種不確定性，各個關係人都經歷了高低

起伏；這也說明了被許諾者不是被動而毫無作為的等待諾言實現，即使是等

待天堂的宗教信徒也不會毫無作為。奇特的是，當時間遞嬗，許諾無法完全

實現時，許諾者或被許諾者常常做出調整、改變之後，他們的關係還是可以

持續，除非原來許諾已經完全背離，才會讓關係中斷。所以，特別是許諾

者必須做出在被許諾者眼中沒有背離許諾的行動，才會繼續此段關係（Hill 

2000；Stasch 2011）。這些行動可以是那種連接到被許諾者感到熟悉和可靠

的人、地、物、或方式，以致於讓他們覺得即使許諾的事物雖然還未完全到

來，但是這些行動在時間之流中保存了某種持續的形式，讓這個關係仍然能

夠繼續。所以被許諾者的時間連續感是最關鍵的因素，才不至於讓許諾所開

展的關係崩解。

會議作為人群的聚合，而且這個聚合若是沒有對話那麼便不可能有任何

會議的存在（Morton 2014：738）；同時當代民主的深化講求參與和討論－

所謂審議式（deliberative）參與－更是鼓勵公民在會議中發聲。於是，無論

就參與型計畫所設定的目標或是實踐的方式，會議同時具有邀約人們聚合以

及在其中對話二種形式，會議將是一個極為適當的場域去探討計畫執行者藉

由會議這個行動不斷嘗試維持著承諾。為此，本文對於會議的研究採取二個

立場。首先，如上所述，沒有對話就沒有會議，會議因此是一個語言事件。

Sandler and Thedvall（2017）在最近出版的書中整理出過往人類學會議研究

的立場，大致著重在會議所產生的效果，例如，它的人群聚集造成集體性、

它再製了秩序、它的決議賦予權威合法性。Schwartzman（1989）是個少數的

例外，她認為會議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互動和溝通的場合，同時具有再製和顛

覆秩序的可能。我將進一步呈現會議是一個語言事件：發話者必須不斷地藉

由各式各樣的文字、符號、動作等維繫對話，邀請聽眾持續；受話者也能夠

不斷的予以回應，甚至很多時候超出發話者的預期。於是，會議可以再製、

也能夠扭曲、轉化、創造秩序，端視會議的性質與現場的互動。也只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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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議如同對話的性質，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人們要參加會議，其原因不僅

在於與會者預見會議結論所可能達到的如功能論者所預期的實際效果，更關

鍵的是會議如同對話，它是一個形式（modality）化、公開化的互動，像是圖

像索引般（indexical icon）地指出一個集體的形象，讓參與者努力與之連繫起

來（Morton 2014：734）。其次，Sandler and Thedvall（2017）將當代會議

視為治理技術的一環，本文同意這個立場但是更強調會議的「魔」力。也就

是，我們必須注意國家治理要如何推廣「銷售」許諾，一個本身就是包含欲

望、期待、及想像的未來。如同Baxstrom（2011）所指出的，即使是治理性

也必須開始於計畫建構出的意象，讓人們能夠有具體的連繫。會議之所以能

夠扮演這個功能，一部分源自於它高度的形式性，如同儀式一般，定期舉行

並且可能讓平淡無奇的承諾活躍起來；另一部分來自它的對話互動性質，讓

各方參與者一起談論許諾，經由談論，而且在談論中，許諾仿彿存在，像是

一個具體的物件。當然物件會折舊、耗損、甚至消失，就像許諾會歷經時間

的折損，物件可以經由不同的機制和行動讓其重新流動，許諾也必須透過機

制和行動獲得新的流動。會議，在此扮演重要的機制和行動。

本文將以我參與國立暨南大學三年期「預約水沙連的春天：宜居城鎮的

轉型與治理」（2013-2016年）為例，1我當時擔任因為此計畫而成立的「人

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執行長一職，讓我有機會參與

計畫執行時的多種行政以及工作會議。本文將它們分類成三種會議型態，亦

即，執行計畫團隊（大學）與補助單位的評鑑工作會議、計畫團隊內部的例

行會議、計畫團隊與合作社區的交流會議。第一種會議形式著眼於參與者的

擴大和向心力，因此溝通，真誠的溝通－「說真話」，便成為大學與補助單

位的評鑑工作會議努力的目標。在這個要將各團隊變成「有疑難時共商量

的夥伴」時，說真話成為軟性的規訓體制，讓計畫團隊形成一個具有「我

們感」的團體，一個擬人化的說話者。第二種會議形式乃是暨南大學裡不同

專業科系間的合作與整合，大致有二類形式，亦即行政中心會議，以及跨科

1　這個計畫包括很多人，為免當事人困擾，本文除了社區之外，所有人物都不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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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工作坊。前者例行的會議如儀式定期般地展演，並且討論計畫在社區各個

角落實作的細節；後者則連接組裝大學團隊在各個地方的實作網路，形成必

要迴路，創造不斷循環來回的交流。計畫執行充滿不確定性，我也將描述溝

通失靈的狀況，然而正因為如此，它更需要某些固定、重複的形式，讓人們

能在變動不居的真實狀況裡感覺到計畫的穩定性。前面二種會議型態讓整個

計畫看起來組織健全，具有執行與校正的能力，但是本文主要探討社區為什

麼要參與和停留在計畫裡，那麼第三種類型計畫團隊與合作社區的交流會議

更是重要。我將以我在埔里籃城社區的實作過程中和居民的不同會議為例，

描述在幾個不同的脈絡中，出現的語言形式、對話、物件及意像等，讓大學

團隊許諾者不斷的以論述、行動保證完成許諾的能力，使得居民被許諾者保

持期望，繼續對話。總之，我以這三種會議為例，指出它們是上文所說的許

諾者持續的行動，以保持計畫的許諾不墜。表面上這三種會議進行的形式性

（formality）各自不同，也就是因為場地、參與的人、會議的目標等而有所

分殊。它們包含了由上而下與平行溝通的會議、臨時與例行會議、議題明確

以及腦力激盪式的會議。它們不是那種一次性、只追求共識決議的會議，它

們更追求互動和溝通，以達到擴大與持續參與的目標。但是這三種會議各自

的運作，卻讓計畫有一個整全的面貌與形式（form），一個集體的形象，

扮演著國家計畫治理邀請各個持份者持續參與的符號功能，並且展現出許諾

者具有實現許諾的能力。同時會議中各種溝通事件的文字、符號、動作等，

甚至不同的身份、欲望，以及不滿等在此串流和調整，讓被規劃、想像的未

來變得似乎具體可及。最後說起來，計畫要能維持許諾，首先要有能夠例行

性如儀式一般的行動不斷施作，讓各方參與者持續談論許諾；其次這些不斷

施作的行動讓參與者以對話連接起來，以對話讓各方參與者得以檢視與確認

人社計畫的創新與實踐動能，當然對話以及其他力量也不斷地轉化許諾的意

涵。會議的舉行，正是實踐和表現許諾者維持許諾的方式和能力。

然而，我也必須先說明本文方法上的限制。2一是，本文探討會議做為

2　感謝一位審查人的督促，要我釐清本文所描述的會議種類。而我同意我必須在方法論上先有所說

明，免得流於概括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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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維持承諾的行動，自然不是說會議是計畫團隊唯一的行動、唯一聚合

參與者的方法、唯一努力維繫許諾的行動。會議的特殊性在於其突顯的各

方參與者的對話性質，符合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許諾作為國家話語，以

及話語如何行動。二是，如同對話分析只有在對話出現後才有可能，會議也

只能觀察到參與者進場之後的行動。計畫團隊和社區居民有許許多多的人沒

有參加會議，或是偶而參與，他們之所以不參與、低度參與，可被解讀為抵

抗、忽略、不了解國家許諾話語的召喚。這和進場參與者在會議場上表達的

抵抗、「誤」解國家的許諾話語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語言遊戲裡完全允許反

對、多元、歧異的聲音，這和不進場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而這部分是本文

力有未逮而必須另找方式去探索國家的許諾如何去吸引不進場的民眾。三也

是最關鍵的，當本文指出會議是計畫維持承諾的行動，我並不是說每個會議

總是成功的維持承諾，也不是說會議只有打造未來的功能。我關注的是，會

議若是有製造甚麼事，那會是甚麼事，除了再製秩序、賦予權威合法性等傳

統對於會議功能的看法之外。很顯然地，計畫每時每刻都有會議、人群的聚

集，單以我自己分類的三種類型會議，我參與的次數也只是一小部分。即使

我參與的那些會議，很多時候真的只是枯燥、例行，並不是時時都有符號般

的提醒、突出、聚焦、轉化意義的功能。更有甚者，會議可能沒有實質的對

話，或是所謂負面的對話，例如吵架、各說各話等。話說回來，本文觀察並

分析這三種類型大大小小的會議裡，那些出現的語言形式、對話、物件、意

像等，如何建構與製造出計畫維持著許諾的能力，於是便非常值得注意，特

別是本文描述的幾個例子大致上是計畫執行時發生了「變故」，不論是雙方

期待落差、人員更替、計畫方向改變等，此時承諾者需要在會議上做出更多

的動作。而且我相信本文所分析的維持許諾能力的那些語言形式、對話、物

件、意像等，其實在那個時刻真正能夠達到溝通的效果，製造出對話溝通的

關係，因此我著力描述這些過程及其意義。只不過，任何一個有效的溝通都

不保證永遠不變質，所以必要時將開啟另一個溝通事件。

本文著眼在計畫必須擁有甚麼（不是匱乏），讓計畫能夠持續下去；換

句話說，是甚麼力量，讓計畫不斷在社會領域裡移動，持續它的社會生命。

目前已經出現不少針對人社計畫的反省文章，大致上我稱它們為「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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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也就是說，探討計畫缺少了甚麼以至於尚未達到預定的目標和承諾，所

以尚待改善。「匱乏」論的出發點自然先是對計畫現狀的盤點檢討，如同

「政策計畫研究」領域一般著重在發現問題與找出解答。於是，本文不是一

個人社計畫的行動成果報告，也不在檢討人社計畫的優缺點，以對爾後的計

畫行動有所建言。本文旨在探討計畫如何形構國家和個人、個人和個人的關

係，當計畫被強調其政治經濟效益時；對我而言更關鍵的是，國家總是企圖

打造和人民的共同體。特別是在當今因為經濟不平等、生態環境危機越來越

不確定的年代，未來反而越來越是個「資源」和潛能。人社計畫本身就是一

個許諾未來的計畫，當它標榜創新和設計的時候，我們可以覺察到未來不僅

是計畫要投射的目標，未來更是治理手段和策略，也就是說，透過未來，國

家配置其對現在的治理。人社計畫不僅許諾，更且許諾就是計畫本身，我認

為我們要更加重視計畫所引發的情感面向。也就是，計畫必須不僅像是個協

定般把雙方連接在一起，它更要有魔力讓這個協定保持下去，讓它所許諾政

治經濟效益可以持續召喚人民，特別是在漫長而複雜的時間流程裡，於是政

治經濟效益只能是結果，不會是計畫開始和持續的原因。人類學一般將國家

官僚行為的功能歸納為工具性和象徵性，前者強調國家施政的理性計算，後

者著重在國家和當地原有文化分類的關係。透過對人社計畫的運作，特別是

我所指出的三種會議，我試圖指出計畫如同宗教許諾願景般的功用，引發人

民情感的層面，讓其加入一個更大的意義秩序，甚至一同構建自己成為國家

治理的一員。

二、計畫及其不滿

（一）國家的話語

The state never stops talking 

The Great Arch（Corrigan and Sayer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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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國家從不停止說話，國家的英文字state另一個意義正是陳述。就

The Great Arch這本書的立場來看，國家的形成既是文化革命，也是道德規

約；它的功能甚至它的性質根本就在形塑一套社會秩序，所以它不斷的陳述

這套秩序，展現在法律、學校、媒體等等。另一方面，政府從來不缺少計畫

型塑社會，這也是國家推行計畫的目標，所謂的當代國家治理的特徵。若以

Foucault的主張來看，權力的運作如同一個分類差別（classifying differences）

的機制，把它們要治理應付的領域劃定出來（1980：140-41），例如家庭、

市場、都市、人口等。此時，國家治理領域的「空間」性質因為分類界線所

劃分出的包含與排除而顯得特別明顯，同時這套差別充滿道德規訓性質。

然而，那接下來很直接的問題便是國家說話給誰聽？簡單的答案是講給社

會或是人民聽的，比較複雜的答案是如Foucault的提法，國家從「王權」

（sovereignty）轉變為「政府」（government），將人民同時轉變成為權利

主體，以及政府施政的對象（客體）（Foucault 1991：100），所以國家的

話語和人民權利欲望的話語便顯得交織難辨。再來，為什麼國家說話人民要

聽，而且不只是聽，還要聽進去並且接受這些陳述呢？以The Great Arch為

例的馬克思主義者Corrigan and Sayer揚棄了國家只依憑暴力就可以統治的立

場，跟隨Gramsci的霸權（hegemony）概念，著重意識型態說服的作用。另

一方面，Weber則專注在國家行為是如何建立在合法性之上，來讓人民承認

並接受。即使如此，Max Weber也指出（1954：310-313），嚴謹的法律邏

輯總是和各方當事人的經濟與功利的期望相衝突，立法者和日常生活的規則

有無法避免的鴻溝。當我們從古典走到當代的國家理論，將焦點著眼於國家

行為的效果，也就是，為什麼被統治者要接受統治？那更是各有各的立場。

單就人類學而言，我將其區分為工具性和象徵性的取向。前者，有的側重資

源如何分配（e.g. Mosse 2005）、國家力量的鞏固與擴展（e.g. Hansen and 

Stepputat 2001）、權威的展現（e.g. Das and Poole 2004）等等的研究。後

者，用象徵的角度來研究國家，最有名的先驅作品，當數Clifford Geertz重

要的民族誌――Negara（1980）。Mary Douglas（1986）也強調現代官僚組

織儘管規模和複雜度都大於以往的官僚組織，仍然是建立在分類和象徵系統

上。同樣的，Michael Herzfeld（1992）在一本論西方官僚體制的有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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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處理官僚體系操作的方式依賴幾組基本的象徵，不斷劃分諸如自我與他

人、理性與非理性、進步與落後等，以正當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存

在。儘管他的論述對象是西方較「理性」的官僚體制，而且著重在官僚與民

族國家存在及其背後理性的關聯上，但是他論證了官僚組織必須透過象徵性

的措辭，而且它們的行為也構成象徵符號，如此才能夠形成一組有意義的系

統讓人們理解。

我知道研究國家的困難度和複雜度不是這種區分可以窮盡的（e .g .  

Abrams 1988），因為國家是不是一個具體的研究物或對象都沒有共識，例

如Michael Taussig 指稱它是人們拜物下的產品（Taussig 1993），或是Akhil 

Gupta描述國家只存在於地方民眾的論述裡（Gupta 1995）。更不用說即使它

被當成具體的研究對象而開啟的林林總總的議題，如人口、空間、知識等等

（請參考Krohn-Hansen and Nustad 2005；Bouchard 2011）。同時，當本文

探討一個特定的國家治理行為――計畫時，我認為在工具性／象徵性包含了

物質性和非物質性二個面向之外，特別感到需要思考的層面是當國家某個行

為失敗的時候，或是未達目標的時候，為什麼被統治者還是會接受統治？就

這點而言，例如James Scott在其名著Seeing like A State提了類似的問題：為何

一個立意良善的政策會失敗？Scott採取國家 vs. 抵抗的立場，導致他歸因高度

現代主義的設計漠視與消減了地方社會的技術、活力等等（1998：349）。可

是當我們說有些部門或是某些行為失敗難以盡善盡美時，就表示我們已經假

設有一個可以達到無缺點的理想類型。但是連Weber也承認純粹法律－理性

的官僚組織實際是不可能，注定存在著有缺陷的官僚組織。人們為什麼一方

面事事求諸國家，仿佛它是世界合法的打造者，卻又處處接受它不成功的理

由？

另一方面，晚近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大量滲透到政府的施政理念（參見

Strathern 2000），出現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語，例如，參與式政府、公民參

與、賦權（empowerment）等等（e.g. Ilcan and Basok 2004）。新自由主義

強調私有化、微型國家，不斷將傳統屬於國家服務的項目外判給私人企業，

美其名以市場自由來強化自我照顧、個人選擇、能動性的重要性。隨之而來

的是，晚近的計畫越來越需要處理各層級政府部門、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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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私人部門、政府和個人之間的溝通互動（例如，Lloyd,Wright, Suchet-

Pearson, Burarrwanga and Country 2012）；而這個「新」型的互動極端強調

自由參與、平等溝通。如此一來，當我們要談計畫如何捲動參與，尤其是為

什麼人們會自由參與計畫，也就是本文所關心的為什麼地方社會（社區）為

何要參與計畫，以上二種工具性／象徵性對國家行為的看法就不太能完全解

釋。既然國家從不停止說話，語言人類學的一些成果對這個問題有所啟發。

（二）語言與行動

國家既然常常以政策和計畫對人民說話，因此傳統的政策研究決不缺乏

對於政策施行成效以及如何改進的作品。冒著極端簡化的危險，我認為這些

作品著力處理政策目標和實際狀況之間的差距來描述政策的失敗。但是若放

進人類學研究的歷史來看，人類學對所謂意圖（intention）或理念以及實際

的二分非常熟稔，人類學全貌性的觀察不會把日常生活看成只是某個理念的

具體顯現。反而長期以來人類學對這種二分抱持懷疑的態度，總會看到其中

複雜的交錯。Herzfeld（1992，1997）直接稱這種理想類型和實際缺失間的

鴻溝為共謀（complicity），或某種公開的秘密（public secret），這些現象

讓人們在權力形塑的論述邊界下過著差可忍受的生活，卻同時也構成人們評

論，反諷（irony）的來源。Herzfeld認為一般的符號語言學無法表達人們可

以並置許多場域邊界的能力，遂以disemia（一詞多義）（1997：14-20）稱

呼這個現象，也就是權力常用各種符號劃分邊界（例如語言、姿勢、行為、

建築等），本質化（essentializing）邊界內的元素，無論是其中的人、概念、

或行為。人們運用這些二元論的表述，但卻不是照著劃定邊界權力者所想像

的定義，常常擴大、反諷、變形原來語詞的意義。如此的一詞多義，一方

面加深二元論的形式，但總是多元歧異進而帶來實質的變遷。這種形式的類

同，但內容的曖昧、不一致的語言使用，Herzfeld稱之為社會的詩學（social 

poetics）。Herzfeld以這個概念解釋國家以權威的語言塑造所謂自然、恒常意

像，而人們在類似的語言形式下，卻常能跨越原有固定的意義，這是人們一

方面和權力共謀，自行在語言上衍生，替不完美、失敗的權力找到理由，當

然這種理由也常讓權力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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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場域裡語言的對抗、戲謔，突顯出對話的重要性。例如，Sherzer

（1987：305）指出，言語行為才是最關鍵的，因為說話者會因為聽眾而選

擇不同論述形式。同時，意義和脈絡是不可分的，一個溝通事件（event of 

communication）深深受到語言形式、溝通的脈絡、參與者的關係等因素，

而影響訊息的傳遞（Bauman and Brigg 1990；Hanks 1987）。同樣的，Grace 

Harris在一篇描述「人」的不同層次文章中，直言人類社會互動的本質就是

論述的（discourse）（1989：600），語言不只包含了自我意識，還包含了行

動力、意向、責任的觀念。Alessandro Duranti（1993）更進一步描述是聽眾

讓整個對話變的具有意義，就像在儀式中神或精靈的重要性必須經過媒介或

互動才會顯現，語言的意義必定出現於對話互動之中，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好

的。也因此我們常看到對話中出現延遲、暫緩、顧左右而言他，都顯示對話

者的不安、疑惑、甚至道德自我的焦慮。Jane Hill（1995）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研究。她分析墨西哥土著（mexicano）Don Gabriel的一段敘事：Don Gabriel

這位老者描述他兒子被謀殺的事件，每當他提到兒子被謀殺所牽涉的市場爭

奪就結結巴巴（dysfluency），或是只能用外來的西班牙語來表達純粹資本

主義的利益動機（當地方言沒有適當的字來表達資本主義的利益追求）；但

是一旦Don Gabriel提到失去兒子的痛苦時，就使用非常流利的俗語和聲調來

表達。Hill指出當說話的語調、模式改變時，表示說話者在安置自我時發生

矛盾，說話者想要掌握完整的行動力和責任時，卻面臨了挑戰，因而出現了

聲音、語言的內在衝突。就台灣的例子而言，Anya Bernstein（2017）對台北

市政府官僚在其日常行政事務裡、和相關社區民眾一起開會時語言交互使用

的分析，例如市政府官員在某些時刻、或是針對某些事件會轉而使用台語，

說明了語言風格、形式、結構的交錯，呈現出發話者有意或無意的立場或想

法，同時這種語言交錯使用之後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社區民眾不再感到官

員高高在上。3另一方面，Rupert Stasch（2011）指出雖然很多時候聽眾處於

從屬的位置，但對話者仍然是相互主體，共同完成對話這個社會行為（Stasch 

3　我非常感謝審查人提醒這篇關於台灣官僚體系裏語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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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65），對話本身就有某種程度的義務性。Ann Rawls（1987）則發揮

Ervin Goffman（1959）的互動理論，提醒我們注意互動在Goffman自我展現

的理論中佔有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本體論味道。因此人們之所以要投入

（commit to）對話，遵守對話規則，不容易離開對話（所以才有各種轉移內

容的說話策略），是因為人們要開展或保護最重要的事物－自我。Goffman日

常生活的對話、行為、互動所要展現的自我儀式，在Rawls衍生之下變成對話

參與的義務（involvement obligations）。

對話不僅是「人」做為社會性動物的基本元素，同時對話更帶有倫理

性。Webb Keane在二篇文章裡（2010：76-81，2011），再次展開Jane Hill所

描述Don Gabriel如何呈現自我和道德位置的敘事方式，並將之比擬為眾所周

知Marcel Mauss的交換理論。Keane（2010：69-71）指出Mauss聚焦人類經由

物質的交換而開啟社會互動，人們留意物質的表面（the surface of things），

其實是因為無法知道彼此的心意（minds），於是禮物交換必定要遵循嚴謹的

形式，一旦經過公認的形式之後物就成為「禮物」，具有靈力，使得禮物得

以回返與交換，進而變成義務。對Keane而言，對話也是社會發展出的一個高

度形式（modality）化的互動，人們藉此行動肯認彼此的社會性，以及各自的

倫理位置。Keane主張Don Gabriel從具有當地社會意義的聲音、用詞、語調，

展示了他認知兒子被謀殺的事件的原因和過程（當地對此有許多說法）、對

於謀殺者的譴責（謀殺者也無從辨認）、更重要的是督促他人和他一起肯認

造成這起謀殺事件背後的資本主義侵入當地所帶來的不平等及失序（2010：

76-81），從而帶有行動的倫理意涵。Keane的主張大致依循了強調語言物質

性的脈絡，例如Weiner (1984)所描述新幾內亞島民以珍重之物表達嚴肅的話

（hard words），因為嚴肅的話可以藉由附在這些珍重之物上的巫術影響他

人（另請參見Gewertz 1984描述太平洋島民的類似例子）。Weiner和Gewertz

所顯示的只有伴隨著物質性的話語才是連接以及貫穿神聖與世俗、知識與行

動的力量。或是Irvine（1989）所說，話語從來不是便宜的，話語如同物品交

換一樣具有政治經濟效果。換句話說，語言的物質性正是一方面讓人們感受

到語言的嚴重性，藉由物感受到發話者的社會地位和倫理期望；另一方面，

語言必須像交換物品一般有「給」、「收」、「報（返還）」的義務，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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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去之後期待循環互動下去。然而，語言如同物品一般，一旦製造生產並

流通之後，會因為知識與權力在不同的社會場域擁有其生命，或是磨損其價

值，或是重新獲得新的價值，如同Kopytoff（1986）所描述的物件經過時間還

有知識的演變，以致於進出不同的商品領域，卻反而擁有不同的社會生命。

因此，發話者必須不斷地藉由各式各樣的文字、符號、動作等維繫對話，邀

請聽眾或對話人持續；當然受話者也不斷的予以回應，甚至很多時候超出發

話者的預期。最後，當對話雙方都不再持續原來的語言事件時，這個事件就

中斷但卻不是結束，原來的對話雙方借助新的文字、符號、動作可以接枝到

中斷的對話以及社會關係；正如一件商品失去原來的功用或是單純由於折

舊，進入到二手商品的場域，經歷另一套評價體制（regimes of value）（請

參見 Kopytoff 1986），開展新的流通過程，直到知識與權力演進出新的評價

體制，讓這個物件進入到別的流通場域。這也就是Richard Baxstrom（2011：

64）以人類學對物研究的成果來分析計畫的生命，他說計畫先經由論述變成

一個意象，藉此轉化成一個虛擬的物件（virtual objects），像是物件般取得

一個本體似的位置（ontological status），進而讓人們可以真實地談論、行

動，發展出一套知識與權力評價計畫，讓它流通，取得社會生命。

（三）承諾與計畫

承諾是一種特殊的話語，如Garcia所說（2014：53）承諾最是和時間有

關係的日常倫理行為，倫理總是牽涉到包括人與人、人與周遭非人的物種與

環境的安排，當人們做出承諾時，特別在時間流逝以及各種變動之下，個人

如何以行動、選擇維繫原來的承諾，正是人們遵守義務以及能力的展現，尤

其是能力的展現正是人們存在與倫理行動的樣貌。承諾似乎是最容易在時間

還有知識的演變之下磨損的話語，因此，考察承諾的「生命」將提供了解人

們倫理願望、語言、社會關係在時間軸裡的演變。同時承諾之所以特別在於

發話者是極其關鍵：發話者先提議邀請聽眾，讓聽眾相信發話者對於被承諾

的事情有充分的掌握，聽眾處於評價的位置。關於發話者能力，Hill（2000）

指出必須包括二種論述，一個是真實論述（the discourse of truth），打動聽

眾相信許諾的實現可能；一個是劇場論述（the discourse of theater），吸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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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進入對話並且不斷地以各種戲劇般的符號、動作、情節等等映照、評論現

實，以保持聽眾的興趣，於是最後在戲劇（承諾）終了時聽眾理解戲劇終究

和現實有段距離，不至於對戲劇和現實多所失望。當然，Hill指出發話者的人

格能力（personalism）很重要，他／她必須有將真實和劇場二種論述結合的

能力。

承諾也是國家賴以不斷持續說話的主要力量之一。當代國家經由世俗

的政體達到了宗教的功能，將人們有限的存在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必

然的意義（Anderson 1991），因此國家不但化身為國民的未來之所繫，更

是成為規劃國民未來的力量，4包括人與人、人與周遭非人的物種與環境的

安排。既然承諾必定是指向未來的目標，以及相應的行動過程，那麼這個言

語行為便建立了一個時間的序列性，讓被承諾的事情佔據到改善過去－期望

未來的序列位置上，變得可以從現在的角度理解。這個對時間連續性的掌握

能力，其本身既是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承諾，這個能力也透過一個接一個掌

握過去、承諾未來的計畫來展現國家對人民的承諾。進一步而言，當代國家

向人民發言最主要的二個方式一個是法令，一個是政策。法令大致是規約社

會的性質、文字又高深莫測，不會是一個可以經常「對話」的場域；政策則

是展現施政者、規劃者因應其所界定的問題的企圖和能力，因此帶有很強的

「擬人」（personified）味道，我們常常聽到「某某長官的計畫」、「某某

政黨的計畫」，具體化他們應對現在和未來的理念。放在民主社會經由選舉

定期更新施政者的脈絡來看，政策跟著施政者而走的「擬人」味道就更明顯

了。以一般的政治理論來看，政策跟隨施政者代表問責（accountable）的明

確性。但是我換個方式來說，國家藉著政策提出承諾的「擬人」性質，讓政

策看起來更像施政者的自我表述，一個發話者借用政策計畫的內容，諸如界

定（index）問題（object）、並伸展提出（reference）方法顯示出自己能夠

掌握狀況、最後預測效果等等，完成一個符號序列（請參閱 Ochs and Capps 

4　計畫的「時間」性是國家型塑社會空間性過程裡最重要的觀念秩序。Benedict Anderson（1991）
的先驅研究，指出想像共同體和共時性（simultaneity）與同質時間（homogeneous）的關係，民

族國家藉此投射出過去、現在、未來，以建立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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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發話者、發話行動與內容的結合，展演出一個許諾行動，等待評

價。

單一的計畫自然有著因為問責、政黨輪替、資源配置等外在政治原因

以及內在施行成效的緣故而有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周期，人們雖不滿意但也只

能接受這個計畫沒能達到它所宣示的成果，然後等待。假如有一個計畫不但

沒能達到效果，反而造成更多的問題，那麼輕則計畫暫停，重則規劃者要負

擔行政或政治的責任。而接替者毫無疑問的會以另一些計畫來解決新舊問

題，同時新登場的計畫大致上總以像是全新出發的面貌出現。於是新的希

望燃起，直到計畫自然或被迫結束，然後人們又開始等待。個別計畫的時間

和內容的有限性反而造成計畫無限延伸的可能性；個別計畫所遭遇的問題，

反而是另一個計畫可以依此設定的開始。新的計畫在舊有的計畫上做出調

整、改變，國家透過計畫持續許諾，持續落空，接續許諾。不過，國家計畫

必須有一個讓人民了解它有努力實踐許諾的狀況，最清楚明顯的就是一組看

起來有能力發掘、改進真實的流程；比方說，各種作為是否有遵照自己提出

的程序、執行者是否有在適當點行動、有無自我究責改正的機制等（可參照

Abram and Weszkalnys 2011）。這些公開而形式化的動作，雖然也是逃避責

任的機制，但它們的存在如同我上述以語言行為理論所指出，其實是遵守對

話規則而保持對話，讓受話者接續對話，共謀地讓對話產生意義。當然，對

話隨時可以結束，但要讓它持續就必須努力有所動作，就像禮物交換一般，

若是雙方不想撕破臉變成敵人，那麼交換的形式就必須努力維持。本文將會

議當成是人、物、理念的聚合地點和活動，會議總是因為某種問題而召開，

參與者把他們不同的身份和欲望帶進會議場合，和其他的參與者對話互動，

進而解決問題，然後再次發散，把會議場合獲得的希望與失望再帶入他們的

活動場域。總之，會議是各種人、力量聚集、碰撞、協商、調整、發散、重

新出發的中介點，它充滿了溫暖、理解、共作，還有更多的規訓、衝突、失

望。會議如此的充滿動態，又具有非常制式化的形式、步驟，因此我認為沒

有比會議更能彰顯計畫執行者不斷展演行動讓許諾保持在對話交換狀態的形

式了。總結而言，我試圖指出承諾不僅關涉到說話的內容，它更關連到說話

做為一種行動。承諾是一種非常嚴肅的話（hard words），承諾讓對話雙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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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殊的關係，特別是給出承諾的發話者，一方面發話者必須在時間的延伸

中持續行動以保持住承諾，另一方面受話者對於承諾的內容也有著渴望，希

望在這個對話所開展的關係中實踐出某種社會性，不論是經濟人、社區人、

現代人等等。最後，正因為時間的延伸導致承諾維持的困難度，於是承諾必

須不斷生產「物件」，讓雙方知道彼此的心意，也就是說，若承諾失去原來

的召喚力，它就得打造出另一套評價體制，開展新物件的流通過程；同時承

諾的維持必定要遵循嚴謹的形式，有如「禮物」交換一般，讓受話者以為原

本的對話還是繼續著。未來是最不可預測的，被承諾的事情要不是沒有實現

就是大打折扣。一般所謂的政策目標和實際狀況之間的成效和失敗，其實就

如同承諾兌現、承諾落空（promise made，promise broken）。在這種特別的

言語行為裡，要讓承諾像是兌現、承諾不至於完全落空的主要方式之一，便

是讓發話者以各種可能互相指涉（coreference）（Hill 2000：267-268），讓

發話者看起來具有連貫性。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說話者比國家來的更能夠看

起來具有連貫性的了，國家藉著計畫顯示其掌握永恆連續性的能力，計畫因

為國家的連貫性讓不同的規劃者看起來像是接力給出承諾的發話者，以至於

承諾不會完全落空。這樣的一套循環，讓國家成為世界的打造者，卻讓人民

接受它處處的失敗、不完美。

以上所爬梳的理論和文獻指出了一般的計畫所含有的許諾的性質，大

致上可以說，國家的計畫若不是投射出某種值得努力的未來，那麼很難想像

它們能夠激發人們的熱情。人社計畫更是一個標榜大學和社區高度參與的計

畫，交由大學和社區協商共作出任何可能的目標。如上所述大學這端幾乎沒

有不爭取計畫的理由，但是這種開放、創新的態度對於社區而言，可以說是

「吃力不討好」，即使是經費充足也不一定能吸引民眾參與，因此在沒有明

顯的物質誘因之下，大學團隊必須做出很多努力以維持社區的熱情，本文所

描述的人群聚集的會議所觀察到的語言、行動策略，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種。

台灣目前有許多類似講究參與的計畫，因此值得從本文所提供的視角來探

討。接下的篇幅便是以暨大團隊執行計畫時所出現的三種會議型態，描述這

些公開而形式化的動作，最終的效果是聚集各方，並且各方遵守對話規則，

保持一種對話，各方接續對話，共謀地讓對話產生意義，進而讓計畫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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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像是承諾被持續實踐一般。

三、人社計畫與三種會議

自2013年人社計畫開始以來，以三年為一期，5其宗旨與目標就可以很清

楚的看到此計畫的承諾：「期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討當前

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於此同時，也希冀鼓勵大學履行社會責任」。每

個執行學校在總計畫所揭櫫的高教責任和台灣社會問題二者之間找尋連接方

法，個別展開自己的行動方案。計畫的目標很明顯的符合上述所言的權威性

語言劃分界線，標示出計畫的意圖和目標，包括它所界定的問題以及達成目

標的方法，所謂分辨對錯、承諾改善（參照 Abram and Weszkalnys 2011）。

如果我們把人社計畫放在時間序列來看，此種鼓勵大學進入地方社會，與地

方團體共同解決地方社會問題的模式，可以回溯自2007年教育部的「智慧生

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其後又有一系列的計畫，例如，2015年的「大學

學習生態系統計畫」、2017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等（陳東升 2018：

31）。如果再加上晚近部分內容要求大學「走出校園」的計畫，如「特色大

學試辦計畫」、「地方創生計畫」，大致上可以說是大學治理、教育、甚至

知識形成等新的典範建立的嘗試：「促進大學從純粹知識研究的角色，部分

調整為進入地方社會實踐，將理論與實作結合」（陳東升 2018：31），最

後以陳怡方的話來形容，一種「翻轉高等教育」的潮流（2017：148）。將

大學帶出校園是一種方法，把知識「公共化」是一種方法，我認為這些計畫

的目標在於試圖找出大學在象牙塔和商品化二極之間的新方向，並藉以回應

社會與企業對大學的「問責」（所謂大學社會責任），以及擴大高等教育社

會參與的呼聲。當人們說要「問責」大學時，不自覺的將其擬人化，其不但

要有行動力，而且大學被論述成具有一致的人格和發展。這樣的想法放在台

5　 2013-2016年為第一期，由政治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和暨南國際大學四所大學團隊執行；

2016-2018年為第二期，由成功大學、東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和台北醫學大學獲得。目前2019
年已進入第四期計畫的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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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更是真切，大學不僅被視為國家治理的客體，它也是國家治理性的一環。

這個結果不僅僅是因為無論公私立大學都得接受教育部的資源和法令管轄，

更是因為大學所能夠提供的專業長期成為政府的諮詢顧問、專家角色或政策

規畫者。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大學執行人社計畫時，恰恰被認為是獲得國

家資源，從而成為某種國家代理人角色。人們沒有將大學和國家分開，當大

學「走出校園」的時候，社區其實接受到國家的召喚。當暨大團隊「走出校

園」，面對（召喚）社區的參與時，舉行了三種類型會議。

（一）溝通再溝通：大學團隊與補助單位的工作會議

科技部人社計畫辦公室與大學團隊的接觸互動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

考評制度，控管資源和成果；二是計畫辦公室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及助理團

隊的參與觀察；三是各式交流，例如季會、工作坊、研討會（熊慧嵐、周睦

怡、施聖文、陳東升 2019）。季會是此一類型會議最關鍵的一種，因為考

評會議其實很少對話，而工作坊、研討會其實更像是一般的學術活動、計畫

成果的展現。人社計畫每季舉行工作會議，由四所大學輪流作主人，基本上

設定為2天1夜安排到該校實作場域參訪，一天安排主題討論，一天設定為實

地參訪，讓各個行動者－從考評者、各校教授及助理、社區協力居民－可以

有齊聚一堂、互相觀摩的機會。而季會的主軸從最早著重在計畫辦公室學者

考評和觀察大學行動過程，卻反而造成季會成為各校互別苗頭的場域；到了

2015年之後漸漸演變成以共學為主軸，透過四個學校全體博士後、助理約

30人所組成網路社團，共同討論凝聚出季會備選主題與子議題，在每次季會

前，透過線上票選產生當次季會討論內容，然後讓各校分享實作的優缺點。

季會的風格於是從階段性的成果發表會，各校強調可被評鑑的表面數字，演

變成「說真話」的建設性溝通（同上引：452）。2015到2016年的季會主題

包括：大學與社區／部落的互動合作關係、大學制度革新、人社實踐經驗與

理論架構的提出、對團隊運作的想像、人社實踐面對在地突發／災難事件因

應對策與經驗交流等等（2016年2月台南發生致災的大地震，影響到成大團

隊）。

讓我描述一次頗為特別的季會。2016年1月的季會主題：對團隊運作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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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同時設計分組討論，將各校的教師分成一組，各校的博士後及助理分成

一組，理由是學校裡教師與博士後及助理的權力不平等結構讓博士後及助理

通常只是聽從命令，如此分組可讓他們暢所欲言。為使分組討論有所聚焦，

還設計讓大家像是遊戲般的回答以下的問題：

‧請以一句話表述您理想中的團隊運作是怎麼樣？

‧您覺得以您的角色位置出發可以具體做些什麼讓團隊邁向您所希望的團隊運

作方式？

‧若要邁向理想的團隊運作，如果您是＿＿＿＿＿（可選擇計畫內的任一身份

別），您會怎麼做？為什麼？

當分組討論結束重新聚集並且揭曉大家所寫的答案時，幾乎清一色的答

案是「溝通」，無論是助理想像他或她若是團隊的領導者首要的工作，或是

團隊成員想像團隊和社區協力的過程，最重要的但卻也是當下執行時最為缺

少的元素就是溝通。人社計畫標榜行動研究以滾動調整的精神找出各持份者

共同追求的目標，而不是由研究者自行決定。同時在大學教師忙於研究教學

難以大量而持續的投入時間和精力和社區居民一起動手做的狀況下，此一行

動研究反而高度依賴博士後及助理第一線蹲點社區去接觸與開拓人脈，產生

類似某種腦與手的分工，教師依靠博士後及助理蒐集回報的訊息再行判斷下

一步該如何走。既然是腦與手的分工，可以想見的是，溝通必是第一要務。

只是這種看似清楚的分工，總是產生分工不均、下情無法上達的困境，所謂

溝通不良的狀況，畢竟教師和助理真的不屬於同一個人的腦與手。因此在計

畫已經執行大約3年之後的2016年1月季會，溝通不良竟然仍是一個持續的困

擾。有趣的是，當這個答案揭曉時，大家的反應都頗為驚訝，好像原本以為

只是個人的意見，卻因為這個遊戲讓大家看到它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時個

人對團隊運作方式和組織架構的林林總總建言，最後反而變成只是溝通能力

出了問題。

季會主持人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總結：「季會場合讓大家打開心房好好

的說出心裡的話，這是最重要的。好的溝通不但是計畫的執行手段，溝通文

化的建立是公民社會存在的要件，也是此計畫的目的」。於是，（良性）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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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同時成為計畫的手段和目標，手段和目標彼此交疊。溝通既然是計畫的目

標之一，就必須先從團隊內部開始實踐進而推展成為公民社會運作的樣態，

然而依照大家的反應，溝通目前反而成為團隊可否良好運作的必要關鍵。可

是每個人對溝通的方式和效果總是有不一樣的期待，或者換個角度看溝通本

身就是一個過程、一種進行式，沒有所謂的完美以及完成的狀態，只要腦與

手的分工持續存在，良好的溝通就是一個時時得努力保持暢通的狀態6。我

要指出的是，當參與的人持續訴諸溝通的重要性時，就像是把「溝通」談論

成一個具體的物件，變成一種必須達成的狀態，此時它不再只是一種對話模

式。當對話本身變成對話的目標的時候，人們只能依靠對話去產生對話。對

話不只是溝通，它是計畫存在主要的目的，「人們和他所說的話再也無法區

分了。字句取得如物一般的地位」。（Herzfeld 1992：114）對話不斷產生其

他的字句，同時創造行動，甚至是行動本身。當團隊成員困惑於溝通的困境

時，最後還是期待一個透明有效的溝通去解消溝通的困境，正是Herzfeld所謂

語言的拜物化（the language fetish），人們敬畏崇拜，卻又脫離不了。另一方

面，計畫執行者先在自己團隊內部演練出將來要推廣到社會的理想模式，我

認為此時會議像是一個軟性的規訓體制，讓個別的參與者不斷的自我觀看，

及觀看別人；時時詢問自己以及他人的處境，並且給予解釋，最終讓個別的

行動者和集體的目標能夠合拍，常保一致，所謂「說真話」的效果。換句話

說，參與者能夠言說的契機也正是人們累積知識、處於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的時刻（Foucault 1988）。當團隊成員不斷強調溝通的重要性，就是

不斷說出溝通其實就是此一真理機制，而不斷說出溝通重要性此一說真話的

時刻，更突顯眾人必須累積足夠對於計畫目標與過程的知識，只有足夠相關

知識才能說出計畫窒礙的真話。說真話的時刻也是彼此互相說服、觀看他人

是否持續累積計畫執行的相關知識。所以強調溝通、說真話的透明溝通，反

而讓會議變成規訓方式，團隊成員因而取得行動主體性，讓計畫真實般的存

在。

6　直到2020年，「新作坊」這個人社計畫的共作線上集刊都還有探討團隊溝通問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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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需要持續溝通的場域可以想見的就是計畫總辦公室和各大學團隊

之間的溝通，這也是講求平等夥伴、創新實踐精神的人社計畫特有的困擾，

因為計畫總辦公室自我定位為與各團隊「有疑難時共商量的夥伴」，而非僅

僅是稽核者。簡言之，計畫總辦公室得知特定團隊遭遇瓶頸，可以即時和團

隊溝通討論，共同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以計畫總辦公室的角度所觀察到各

團隊第一線實作人員願意主動尋求計畫總辦公室協助，並主動與其他團隊分

享資源與資訊，因此可以相信在計畫總辦公室與各團隊第一線實作人員間已

建立起相當的信任關係（周睦怡、熊慧嵐、陳東升 2018），趨近具有「我們

感」的團體（熊慧嵐、周睦怡、施聖文、陳東升 2019：453）。無疑地，「我

們感」的產生，或所謂的「搏感情」累積信任的前提要件就是溝通，讓彼此

可以聽到。這種信任感除了來自於點點滴滴的非正式、日常的場景之外，會

議其實也是構造「我們感」的重要方法。會議既然要開誠布公的挖掘問題、

進而予以解決，所謂真實論述（Hill 2000）就必須建構出問題面額，進而達

致問責的明確性，而講真話的追求也是累積與交流計畫相關知識的重要關

鍵，沒有這些知識，任何行動方案以及其所承諾的目標都難以為繼。同時，

溝通不只是追求真實交流以檢視行動、知識，溝通事件的第一件要務就如同

Duranti（1993）、Gewertz（1984）、Weiner（1984）指出是辨認出說話者

是誰，然後在溝通互動中型塑與彰顯自我。這類型的會議不斷溝通，因而打

造出「我們感」，讓計畫成員經由對話不斷互相看見，獲得並肯認彼此位

置。畢竟「出現在會議就具有一個倫理的力量」（Morton 2014：739），當

成員在會議裡取得（新的）發話位置，進而能夠建構一種人與人的關係，所

謂倫理的力量就在於此。最終，因為會議所打造的「我們感」，讓整個計畫

進一步獲得與他人互動的主體資格。

（二）整合與組裝：計畫團隊內部的會議

人社計畫強調以行動實作重新建立知識的產出和大學角色，於是特別

著重不同專業科系間的合作與整合。暨大團隊為推動「預約水沙連的春天：

宜居城鎮的轉型與治理」計畫，於2013年5月人文學院成立水沙連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透過「水沙連人社中心電子報」、「人社中心網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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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例行性行政會議」與「學術工作坊」等方式，連結跨領域專業社

群。最初的跨領域專業連結是以議題劃分為生態城鄉轉型組、社會互助關懷

組、活絡綠色經濟組、再現文化小鎮組，讓各有專長的教師自願加入。教師

可以隨時加入或退出計畫，平均起來大致上都有20位左右教師參與。2014年

之後演化成以埔里桃米、籃城與眉溪三個社區為長期駐點實作的場域，並且

導入有興趣的教師開設課程，進入以「個別駐點社區」作為基礎，整合不同

專業教師籌組「跨專業教師社群」。以「眉溪跨領域教師社群」為例，涵蓋

人類學、民族學、公共行政、社會工作、觀光餐旅、新聞傳播等科系教師，

於寒暑假末期舉辦「教師工作坊」，共同分享寒暑假心得以及下學期課程規

劃與實作內容；同時期中與期末分別舉辦以學生為主的交流工作坊及課程成

果發表會。這三個社區之所以被「選中」為實作協力的場域，表面上是因為

其個別的特色及問題：比方說桃米的永續生態、籃城的老化與發展、眉溪原

住民部落文化等。但是這三個社區卻也是暨大團隊個別老師長期合作、研究

的地方，已經經營出熟人網路，培養出豐厚的信任關係。這個非正式但實存

的「人際資本」不會出現在正式報告的計畫動機和源起裡，但卻是實際執行

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同Bernstein（2017）所提到的台北市政府官員所經

營的社區關係、Morton（2014）指出巴西土地運動中游擊隊領袖在地方上的

被認同，都是參與交流的先決條件之一，讓參與和對話能夠開始以及持續。

讓我先描述「例行性行政會議」。水沙連人社中心的行政組織為計畫

總主持人、執行長、博士後研究、專任助理。博士後、助理為專職。中心辦

公室每週固定召開行政會議，會議成員以行政組織人員及顧問為主，並邀請

計畫老師參與會議，但實際上出席的老師很少。會議基本的流程為確認三個

社區與暨大團隊的共同工作日曆、三個社區駐點的博士後與助理報告近況、

其他相關之事項。平常駐點人員各自蹲點，只有例行性行政會議上，大家才

知道其他人在做些甚麼。例如，2015年04月07日的會議，籃城社區報告工作

事項：一、4/6早上九點邀請何某某到籃城社區分享樸門農法經驗，社區有

八位居民參加，容老師、公共人類學課程學生亦全程參加。一小時經驗分享

後即進入菜園正式施作。二、本周三與下周三「藝術創造與社會關懷」課程

老師與學生將到籃城進行四位菜農的採訪與攝影，結束後立即在籃城以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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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分享紀錄成果。桃米社區報告工作事項：一、桃米田野活動：04/01

（三）09：00社區關懷據點（地點：桃米里集會所）、09：00九二一紀念館

外圍清理（地點：九二一紀念館）、04/02（四）-04/03（五）協助桃米賞螢

季前置作業（地點：休區辦公室、草湳濕地）、04/06（一）19：30桃米四

健會第四次會議（地點：社區工坊）。二、桃米賞螢季暨大師生優惠票人社

中心寄售點建置事宜。在這些如流水帳般的活動報告中，三個據點的成員對

這些例行活動密集的討論並且支援；同時埔里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例如老

化、產業、環境等，大家的實作經驗可以互相參照，進一步促進社區居民間

的交流。更關鍵的是，例行性行政會議不僅僅是為了符合科技部的要求，建

立一個專責而穩定的制度；它其實成為一個擬人化的象徵，各持份者、行動

者可以在這裡找到決策者，可以把計畫的各種問題反映到這裡。一個給出許

諾的大型計畫若是沒有讓被承諾者感覺到它像是一個具有人格的整體（with 

a personality of its own）（Abram and Weszkalnys 2011：10），它就會喪失

其許諾的吸引力，畢竟只有人，才能說出「我承諾」。所以計畫必得展演出

它像是人一般的行動，有一個中心，有一個頭，能夠解決問題；例行的行政

會議正是儀式般地定期展演出計畫，展演出計畫在社區各個角落實作的細節

其實是首尾相連，充分扮演意志形成到真實行動的人格整體性。在行政會議

中，錯誤不僅可以被糾正，而且可以找到負責的人。這個儀式般地會議讓

各行動者覺得凡事都在掌握中，或至少能夠被處理。重複性正是儀式展演

讓觀者覺得具有（魔）力量的方式之一（請參照 Weiner 1984：182-183），

當會議例行而重複的舉行，就如同計畫不斷的敘說（Abram and Weszkalnys 

2011：10），向被承諾者顯示計畫團隊具有實行承諾的能力。

再者，暨大跨科系的「學術工作坊」。以我參與的2013-2016年間，

就舉行6個場次學術工作坊，分別為「第二年期人社計畫執行共識會議」

（2013.6.24）、「眉溪跨領域社群討論會－觀光發展」（2014.12.3）、「桃

米、籃城與眉溪三駐點跨領域討論會」（2014.12.4以及2016.1.20）、「籃城

課程成果發表暨討論會」（2015.1.16）、「眉溪課程成果發表暨討論會」

（2015.1.17）。學術工作坊不僅是學校內各個科系老師以及他們所開設相關

課程的學生一起聚集交流，它也邀請與暨大合作的桃米、籃城與眉溪三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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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居民共同參與。以2016年1月20日舉行「桃米、籃城與眉溪三駐點跨領域討

論會」為例。桃米社區的報告計有：土木系的實作課程水資源調查、防災社

區建立生活型防災知識、手作生態步道活化空間；觀光餐旅系的團隊輔導休

閒農業區建立觀光導覽在地化知識、推廣外語領航員、環保旅店、設計野餐

和便當、綠色旅遊；諮商所帶領桃源國小一二年級學生進行情緒管理繪本閱

讀；駐點人員的記錄桃米故事、參與式預算方案的執行。眉溪社區的報告計

有：通識中心生態調查、導覽解說人員的培力、眉溪部落報、家屋紀錄片，

攝影展；觀光餐旅系原漢學生加上在地族人混編進行生態旅遊資源的盤點和

資料的數位化、建立導覽的APP、在眉溪人止關作手作步道；社工系在地老

化的實作方案、和老人共餐、關懷據點的工作。籃城社區由我報告：介紹公

田和菜園的方案、實作從賣米、賣菜到現在要賣幸福！另外有關全鎮環境議

題的團隊報告：資管系到埔里許多小學、店家PM2.5感測器佈點工作、社工系

用藝術和社區劇場介入的方式去參與埔里無車日、反空污倡議的行動、透過

畫作的創意老化再現老人家勞動和土地的故事。講者們分別列舉他們所面臨

的不同結構與機會下所產生的不同人事物的問題。光看這些包羅萬象的課程

和議題，似乎充分發揮跨科系的能量，深入了在地網路而得以調整和組裝議

題，而且社區居民的與會，提供反饋，似乎也是實作網路連接組裝的必要迴

路，創造不斷循環來回的交流。

然而我的報告卻是一場災難。我在下文會更仔細描述我帶領暨大團隊到

籃城和社區居民共思共作的過程。簡單來說，暨大和社區創造籃城公田，串

起社區居民、年輕學習榖東以及暨大團隊的「我們感」。公田不只是一種試

驗活動，而是帶有期許以及承載未來的夢想園地。我簡明地以二個年輕人進

入籃城下鄉農作為例，闡明他們遇到的困難與前景，並總結說道年輕人願意

返鄉並且把農業當成未來的職業生涯，來佐證暨大和社區創造籃城公田產生

出來除了稻米之外的意外成果。只是我更多的是以「我們」團隊的角度來陳

述行動過程的起起伏伏，「我們」如何和年輕人互動等等。接下來的茶敘休

息，籃城駐點助理過來告訴我，籃城社區人士聽完我的簡報後非常不高興，

在茶點長桌的角落向他抱怨為什麼我作為籃城駐點辦公室的領導人，竟然只

簡單講述幾位年輕農夫的經驗，而沒有詳細介紹社區人士如何的協助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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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年輕人，以及這些年來的合作在社區發生的效果。社區人士甚至說，其

他的駐點辦公室領導人和成員將他們的社區報告的非常正面有活力，而籃城

被呈現的像是只有衰老停滯，而且還有時阻礙年輕農夫的創新發展。社區人

士抱怨完之後隨即離開會場，連最後的總結討論分享場次都不願逗留，應該

是在其他社區閃亮成果面前，他們覺得沒有甚麼可以再交流分享了，大家的

場子，變成別人的場子，便不需要繼續留下來捧場。我之後反省這個事件，

不禁懷疑計畫要能夠讓社區留下來繼續執行，真的會如Baxstrom所說，計畫

不能經由負面的形式被肯認（Baxstrom 2011：65）？無論如何，正因為計畫

執行充滿不確定性，它更需要某些固定、重複的形式，讓人們能在變動不居

的真實狀況裡感覺到計畫的穩定性。就像這類共學共享的會議形式，原本企

求讓計畫看起來很有步驟地看見問題、處理問題，展現出具有能力往前走的

客觀能力，也就是計畫無論勾勒了何種未來，它的效果總是必須出現在當下

（present in the present），在當下被感知（Baxstrom 2011），才能繼續讓人

們相信計畫。但是會議作為人、物與理念的聚集，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無

法按照「計畫」去執行。

於是我得安排另一個會議來重建我在社區失去的信任。我透過駐點助理

邀請當天與會的社區人士藉著討論另外一個議題見面，而且我知道我已失去

信任，我必須請出暨大人社計畫更高的代表人，也就是計畫總主持人參加，

所謂擬人化的方式讓這個計畫更高的「靈力」現身才請的動他們來修補前面

的錯誤；同時我也邀請當天沒有與會的重量級社區人士，例如里長和一位老

先生出席。如此一來，這個像是常常召開的暨大團隊和社區人士的會議，卻

因為出席人員大大不同而有不同的味道。我先開場表示駐點團隊打算在社區

公田的事務上「加碼」，讓社區人士感覺到我在公田一事上多做努力以表歉

意，也就是暨大新加入一名具有行銷專業的博士後，我們打算把公田的稻米

以「籃城米」為名對外行銷宣傳，所得的款項將回到社區協會使用。計畫總

主持人在會議之前已經聽過我描述的來龍去脈，出聲幫忙說暨大人社計畫的

經費只能聘請二位博士後，無法讓三個社區都能有駐點的博士後，不過之後

會讓新進的博士後多多參與籃城的實作。當天與會的社區人士回應時說，

他們非常感謝暨大帶進人社計畫，並且幫助社區執行原有的公部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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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行銷非常外行，不知道如何進行，為了不要讓這個新事務和原來的

社區協會事務重疊混淆，「籃城米」的行銷宣傳可以進行，不過要搬到年輕

新農在籃城的工作聚會所去處理。這段話語婉轉表達他們的不滿，意思就是

暨大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就如同Sidnell（2010）所描述，人們通常先會採取

掩飾、找理由、轉移話題等語言及非語言的方式婉轉拒絕別人的邀約，而不

會直接拒絕；這些行動表現了人們對邀約的感謝以及不安，顯示了受話者對

彼此的社會關係難以言說的面向，以婉轉回話表示他對這關係採取的行動。

暨大的邀約加上計畫總主持人親自出席，讓這個合作關係很難被社區人士拒

絕，只是若想讓雙方的對話互動持續下去，受話者又必須予以回應，以保持

互動結盟，因而採取了轉移焦點、組裝議題，不自覺的表達不滿。最後在這

樣的對話和調整下，整體的計畫能夠保持繼續下去的面貌，其實這已經代表

雙方採取新的立場。正所謂，原來的語言事件中斷但卻不是結束，而是進入

新的流通過程。二次會議導致內容有所改變，但是會議以及對話形式仍在，

讓許諾這一情感的願望持續被重新安置。從這個例子再次看到，會議中各方

使用不同聲音、用詞及語調的語言動作（utterance），探知彼此的心意，決

不是只有製造共識，不過會議對話的持續進行卻也是許諾歷經時間磨損的必

要證明。

（三）實驗與擾動：計畫團隊與合作社區的交流會議

自從2014年秋天開始，我和暨大團隊進入埔里籃城社區。7這個被敘述

為弱勢、經濟上處於邊緣的社區，由於整體區域發展落差，位居山中的生活

面臨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這是典型的發展邏

輯下的敘事方式，也就是把某些區域、族群、部門說成是停滯不前，仍舊處

於過去，因此外界必須引入計畫，承諾它們依照規劃向未來前進。只是幾十

年下來籃城有著源源不斷的計畫補助，若是政府計畫有效，為什麼到了今天

這些社區依然被問題化，需要特別予以處理？然而，這正是計畫具有魔力之

處，它藉由改善生活、朝向美好等承諾，將自身放置於時間軸線未來的那

7　這一段的描述部分取材自容邵武（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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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因此計畫總是可以進步，不好的計畫會被新的計畫取代，只要人們相

信時間總是往前方美好邁進；某個計畫會消失或結束，計畫，作為國家整體

發展的指標，繼續存在。團隊不自覺的抱持這樣的假設，經過一段摸索的時

間之後，我們指出籃城一如其他農村，老人關懷與社會福利是社區主要發展

重點。但是以往公部門所提供的社區照護相關計畫，大多是建立在無酬志工

的自我剝削。在大方向上，我們計畫建造一個互助合作的機制，進而讓社區

減少對政府計畫的依賴。我們由此發想，討論社區中有什麼是能夠被創造為

公共財的可能。而「時間銀行」、「社區貨幣」都是現存於當代社會並且具

體可行的機制，團隊成員很快就聚焦於此。我們也注意到自2007年成立的

社區廚房，是埔里鎮內唯一在週間全年無休為銀髮族供應午餐的社區。社區

廚房同時也是社區網路的交錯點：周一到周五的中午都有志工來煮飯，供應

給社區內的老人用餐。廚房的基礎設備依賴政府的補助添購，經常來社區廚

房用餐的老人不超過二十人，煮飯的食材費用不算大問題，由政府計畫支出

因應；只有煮飯的人手是個問題，長期以來依靠社區協會總幹事的人脈來輪

班，大多是社區家政班的婦女負責。

為了了解廚房的真實輪班狀況，我們團隊參加了11月10日家政班的婦女

和志工的會議。家政班的聚會準備了燒酒雞、芋頭粿和芭樂，非常的日常生

活，反倒是我們的出現有點突兀，同學還被詢問是社工系的嗎？一開始大家

吃吃喝喝，聽聽我們的自我介紹，再進入三個議程：（1）家政班事務（2）

志工隊事務（3）行動團隊要提出的合作議題。我們的目標是讓社區有人願意

出來煮飯給老人家用餐，出來煮飯的人可以得到某種時間貨幣，然後他們可

以再去兌換相應的服務。當然我們不可能以這些術語去介紹我們的想法，但

是很快地「分擔班長工作」變成討論的重點。因為社區偶而會有酒駕或其他

事情被法院判決社會勞動服務的人來社區服務，主席因此說留一或兩天給暨

大學生來廚房煮菜，與會的媽媽似乎認為這個點子不錯，紛紛點頭。團隊想

要攪動廚房裡的社會關係，卻變成類似志工般的被指定要來幫忙廚房事務。

團隊相對的要求家政班班員也要分配日子來廚房輪班，才有共作的意義。在

場的媽媽們無人主動允諾要來廚房煮菜，「我要上班」、「我要做工作」等

等都是無法出現的理由。家政班長一直強調不會花太多時間，食材會事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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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而且有同學幫忙不會累，但是仍然沒有人答應。最後，主席說只好強

制給大家排班了，卻聽到有媽媽放話說就算排了也不會去。結果一周的班表

還是寫進媽媽們的名字，不行的馬上協調換班，沒多久，社區一方的班表就

底定了，暨大學生的班表也同時產生。這算是主席強力介入下完成了組別和

工作時間分配表，然後決定從11月17日馬上開始運作。真正執行後，輪班時

常有代班的情形，我們想要擴大煮飯人手的企圖效果不彰。一如以往，媽媽

們的心思專注在如何維持生計，無暇顧及社區的活動，若是無法啟動時間貨

幣的機制，互惠的關係就無法被建立起來。

後來我們才知道家政班和社區廚房是二個不同的系統，只不過因為有一

任的協會總幹事認為家政班的媽媽也是常常一起烹飪聚會，不妨就到社區廚

房煮給老人家用餐。社區廚房煮飯的人力總是短缺，卻不是家政班的責任，

也沒有排班的問題。上述會議形成的煮飯班表，反而是社區既有的網路下的

結果。婦女或礙於情面、或基於好心、或是要幫助總幹事解決問題，才勉強

讓自己排進班表，真正執行時再看狀況出現。另一方面，在課程安排以及計

畫執行下才認識籃城的年輕學生，同時要在短時間內熟悉「時間銀行」、

「社區貨幣」的概念以及籃城的狀況，這二組人馬在煮飯班表上被框在一起

了。即使如此，這二組人馬並不是處於同一個時間感上。我們可以區分出幾

種不同的時間性的交錯。一、新的計畫總是建立在改正舊計畫的錯誤、過時

及不完美上，隨之而提出新的未來，於是「時間銀行」可以修正社會福利關

懷據點下的社區廚房煮飯輪班的問題。二、任何計畫都會遭遇所謂「計畫趕

不上變化」的狀況，計畫宗旨目標和實際行動永遠存在一個鴻溝，導致常見

的時程延宕、轉彎、甚至停止。無論是「時間銀行」被理解成「分擔班長工

作」的準志工想法，或是煮飯班表無法落實等等。三計畫執行者年輕學生很

可能是第一次執行此類計畫，但該類計畫連接、施為的群體籃城社區早已經

接觸類似計畫很長一段時間了。因此計畫團隊興沖沖地帶入新的理念「時間

銀行」，卻碰到家政班媽媽詢問是不是社工系的學生來幫助老人。進一步而

言，這三種不同的時間性都伴隨一種政治過程，例如第一種現象常出現在政

治人物、政黨更換的時候。第三種現象則是許多工作人員第一次接觸所要連

結的社區，甚至是第一次進入「社區」時，而社區人士卻已經老練的認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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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另一個計畫的開始，新的工作人員碰到慣行的政治。所以當我們探問

為什麼社區要參與計畫時，反而是回答為什麼社區不參與可能比較容易，因

為社區早已經納入到一個接一個的政府計畫裡，社區很難自計畫脫身而不參

與，即使這個最新的計畫試圖幫助社區財務自主，可以不再依賴政府計畫的

補助。

駐點團隊必須持續有所作為，才能讓居民願意留在計畫裡。當社區廚房

的實作隨著課程結束以及始終無法擴大煮飯人力的狀況下結束。此時，一個

菜園出現在我們和社區居民的想像中。也就是在社區活動中心旁邊有塊「荒

地」，原本是私有建地，主人因經濟需求出售而被社區買下來。最初預計打

造成老人活動中心，但評估後卻發現沒有迫切需求，遂轉而規劃為公園；但

是大家鮮少使用，只剩下沒有修剪的植物和充滿煙蒂和螞蟻的涼亭。團隊起

初想將其改造成社區市集、社區展演空間等。繼而設計成社區菜園開放給老

人家和團隊一起耕作，一來可以活絡閒置的土地，公共空間的經營有機會引

出在地公共議題的討論，引導參與者一起來創造意義。二來透過共同參與耕

作和產物的共享試圖找到一件可以讓幾個既存的團體，例如籃城好生活、榖

笠合作社及籃城書房共作的事。若是這些實體的空間和作物能持續存在和運

作，就會涉及公共管理和分配，那麼參與機制也會隨之建立起來。

2015年初，團隊向社區協會提出把公園變菜園的構想，3月14日籃城社

區理監事會上理監事很快拍手同意通過。不過，問題是誰來種、種什麼、用

什麼方法種、為什麼要種、以及誰來負擔種菜成本。再者，僅有300平方米

大的菜園，既有的涼亭與走道等空間不可能拆掉，蔬菜本來就不可能量產

販賣的情況下，要如何處理少量產品也是問題。最初團隊嘗試運用樸門農法

（permaculture）來標示我們行動的原則，著重友善耕作和種植的美麗一點。

多餘的蔬菜想就近提供給社區廚房，讓這項新的行動和之前的社區廚房實作

產生某些連續性。然而，在地居民的參與才是方案行動的核心，最終團隊得

到理監事的許可後，還是要和居民正式面對面共同討論。團隊除了以個別訪

談搜尋居民對公園的想法之外，4月5日邀請樸門農法的專家來社區活動中

心與居民討論這個新穎的栽種方式。兩個小時的室內課程，主要是聽老師在

講解，鮮少有互動，反而是接著到50公尺外的公園實作一個樸門式的鎖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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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引起騷動。幾個男性居民針對剛才上課的內容提出了很多不認同的論點，

大致上認為這樣操作太費工，一個人無法操作大規模的面積。社區老人家種

田、種菜了一輩子，無法一下子接受這種新的種植方法。也有居民說這是都

市人的耕法，像他們耕作的那些大片大片的地是沒有辦法這麼操作的，光是

除草就是一個相當棘手的事。4月14日團隊再次捲土重來，召開菜園大會，

由於菜園不可能導向經濟生產，將吸引不了社區的青壯輩參與。所以這次事

前的活動宣傳針對老人家們，配合老人家的生活作息，將會議時間安排在下

午，場地設置在一樓，並請社區居民準備好在地食材仙草做成的點心，增加

歡樂的氣氛，同時大力邀請里長和理事長等社區頭人一同參與。活動當天，

現場來了二十多位居民。居民頗為踴躍抒發他／她對公園的想法，有人提出

種花以增加美觀、有人說種什麼都可以，但管理最要緊。意見很多，但沒有

聚焦。稍後，神奇的時刻出現了。開會前一個晚上，團隊中有位年輕同學是

建築系出身的，為了方便開會時討論，徹夜趕工將公園目前地景以及團隊未

來的構想製作了一個1：30比例的紙作模型。就當我們把公園模型端出來，

十幾個老人家們圍著長方型桌子坐著，一方面讚歎紙作模型的精巧，詳細詢

問後，知道同學前一個晚上加工的努力付出。另一方面，模型很成功的將大

家的眼光和想法聚焦了起來，頓時大家所談論的現在和未來的公園栩栩如生

地放在面前。團隊接著問居民，為什麼大家平常在公園旁邊種菜，卻不會想

進去公園的涼亭坐坐、聊聊天。其中有人提到了涼亭太過於裡面，而且涼亭

後面有一排樹木，是之前改建時林務局從其他地方搬過來種植的，完全沒有

跟居民商量過，所以他們對那些樹木都很反感，也都沒有人在整理，荒廢了

很久，以至於出現太多的黑螞蟻甚至有蛇咬傷過人。老人家們認為，這是一

個設計不良的地方。當居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他們能夠以手指具體的指

出涼亭在那裡，樹林如何雜亂叢生；而且旁邊的人像是接力講故事般的幫忙

指出涼亭離道路有多遠等。再來，那要如何改善呢？幾個男性居民指著紙模

型裡的樸門式鎖眼菜園說，為了這樣的鎖眼菜園，要去找石頭和竹子來做邊

界，這樣反而使操作翻土不容易，而且雖然種植很多樣的作物，但是每種作

物的產量因而太少了等等。每項「批評」和建議都清清楚楚的劃在紙作公園

模型上，每個人都看的清清楚楚，進而接力加上自己的「批評」和建議。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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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那些對公園負面印象的說法，因為具體的物件出現，好像讓在場人們產生

「計畫」的可能。最後幾位社區頭人半總結半敲定的說，原本就在公園旁邊

種菜的阿婆們會跟團隊合作，接著指名幾位男性分組投入，隨後討論器具、

種子、肥料採買和整地。4月17日，菜園正式整地動工，除草與覆土。接下來

的幾個月裡，社區協會總幹事常常利用社區廣播，讓整個社區知道我們團隊

在菜園做著什麼事情，希望有空有閒的居民能夠來此幫幫忙，或者加加油。

有時熱心的居民從家裡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種苗，讓我們一一種下。有空的老

人家們也會一起來種，空檔時老人家們就坐在一旁的涼亭中休息。

會議，是人、語言、理念的集合。團隊成員在會議裡尋求合作、給出

承諾。但是單純的話語要如何增加承諾的厚度呢？讓受話者信任呢？從上面

的例子裡來看，似乎沒有比提供一個物件更能夠讓話語變成嚴肅的話（hard 

words）了。紙作公園模型當然不會像Weiner（1984）和Gewertz（1984）

所描述太平洋島民相信珍重之物上具有巫術得以影響他人的行動，但是紙作

公園模型放在各方亟待破冰的陌生公共空間裏，頓時讓公共空間裏的人們

感到某種具體的熟悉感，進而有親密而互相支持的對話與行動。我們可以

說，這個物件將熟悉的空間象徵性地濃縮，某種程度地使得會議場域「活」

起來了，進一步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起來了，讓人們藉著物件不

斷的循環互動下去；最終居民比較可以視覺化所謂許諾的新空間，理解他

們的生活空間將會如何轉化成社區共有財。居民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個人化

（personalized）團隊尋求的承諾和願景，進一步經由這個方式，把公共、

未來的事件指涉到對其有意義的個人（與社區）、過去的經驗。所有的這些

溝通開始於一個物件。相對於Baxstrom（2011）所指出的，即使是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也必須開始於計畫建構出的意象（image），再轉化成虛

擬物件，這個紙作公園模型卻是真實的表達出團隊嚴肅的許諾，同時製作公

園模型的專業隱含的展示出團隊維持許諾的能力。

之後，菜園公共空間繼續衍生出不少相關的行動。包括一、友善高度

施作，利用籃球場旁高起來的花圃讓老人適合耕作，開展自給自足樂齡生

活。二、料理體驗活動，請來台中手打烏龍麵師傅親臨籃城，教長輩們如

何簡單做好麵。現場做、馬上煮，再搭配公共菜園及當地新鮮食材熬煮的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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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立即吃到親手做的烏龍麵。三、食農教育的場域，與在地小學合作辦理

親子體驗活動，以及返鄉青農在地回饋與實踐。同一時間，駐點團隊開啟社

區公田，與居民共同實驗有機、無毒稻米的栽種，逐步扭轉埔里長期慣行農

業的栽種方式，進而再現新的稻米田區與文化。這個實驗從播種稻米開始、

中間的照顧、最後的收割、包裝、販賣，都希望共同的勞作，一起分享。公

田是「放伴」精神，讓年輕人有體驗和學習的機會，讓社區長輩有傳承的使

命感，這也是讓社區經濟的想像更具體、更切實的操作。同時，公田、社區

菜園也承載了創造進步價值的使命：捨棄所謂的慣行農法，在稻米、蔬菜的

栽種過程不使用農藥和除草劑。這個新農法並不容易，不過友善生產卻是吸

引年輕人投入務農的原因之一，即便沒有經驗。我參與了三期的稻作，2015

年第一期（3月-7月）及第二期（8月-12月），2016年第一期（3月-7月）。

如同菜園一般，以公田為基礎也衍生出很多的子計畫。例如，招募五個鄰近

友好社區的青年參與共耕；招募學生擔任學習穀東，協助田間記錄，進行在

地農業知識與學術專業知識的轉譯工作；社區草根劇團，用「寫給某人的一

封信」為主題來傳達務農的歷程和一些感受，透過戲劇作為媒介，讓不同世

代、不同屬性的群體能多有溝通的機會；東螺水圳生態保存，觸及籃城的

農業命脈如何與有機無毒的大地結合；進而發展巷弄小旅行、體驗學習、

特色風味餐、農特產伴手禮。最後總其成從籃城生活圈出發，連結在地青年

網絡，包括附近一些有另類想法的店家，例如，民宿、紙匠工房、木工坊、

友善耕作小農、光合作用品牌行銷，打造所謂綠色社區。總之，以公田和公

共菜園為起點擴展出去的行動不斷增生，看似頗為合乎科技部人社計畫的想

法，也就是所謂的在地實作網路持續組裝以彈性回應在地變動的關係和需求

（周睦怡、熊慧嵐、陳東升 2018：172-174），或是合乎Baxstrom（2011）

所描述的，計畫開始於一個意象，隨著時間遞增，這個意象會被人們當成一

個虛擬物件，然後經由此物件不斷產生行動，最終人們知覺到的不是一個計

畫，而是一個組合體，多重計畫和行動的組合體。

在這段過程中，社區裡有各種各式的「會議」，包括社區外來的人來

社區集會，例如，各種小型子計畫成果發表會、暨大教師開設課程的發表

會、人社計畫各校團隊共學觀摩會、人社計畫總辦公室評鑑考察會、社區執



62

Taiw
an  Journal  of  A

nthropology   

臺
灣
人
類
學
刊

 

 

行其他政府補助案的成果或評鑑會、各式各樣外面團體與個人的參訪、在地

青年店家主人與團隊人員的見面協調會。還有社區內部的人的集會，例如，

駐點團隊人員和社區協會幹部與居民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見面與協調會、駐點

團隊人員內部的正式與非正式討論會。當人社計畫講究行動研究，讓研究團

隊不斷貼近與進入當地人當下的議題，進而開發衍生各種方案，那麼人群聚

會便不只是這類行動研究產生的必然效果，人群的聚會更是人社總計畫規劃

目標的（部分）外在展現，也就是說所謂的擾動、活化社區的成果。當總計

畫捨棄以參與人數做為主要量化效標之後，這麼多的人群聚會不僅是團隊不

自覺行動的手段，它更成為人社總計畫和團隊共同建構並肯認的追求目標之

一。於是，比方說，一個小型子計畫成果發表會不僅是收集與摘要執行過程

的必要結束儀式，當我們把一個一個小型子計畫放在整個暨大籃城總計畫的

時間軸來看，某一個小型子計畫結束儀式也是促發與宣告下一個小型計畫的

可能。暨大籃城總計畫（以及其上位的暨大總計畫）藉著一個一個小型子計

畫及其相關的活動，不斷擴展與修正計畫的目標，當各方行動者滿足（或是

不滿足）於一個小型計畫達到的微小目標，其實效果反而是肯認總計畫的承

諾仍然存在，雖然沒人能清楚說明最原初的承諾是甚麼。總之，儘管許諾的

內涵再怎麼令人難以捉摸或是容易忘記（elusive）（Abram and Weszkalnys 

2013 的用語），只有許諾者不斷的以論述、行動保證完成許諾的能力，才能

讓被許諾者保持期望，繼續對話。

籃城公田和公共菜園的工作雖然持續擴展，但是仍然存在許多矛盾，

例如，年輕人與在地老農對於農事上要採取怎麼樣的作法常會意見不一致，

收割稻米時老農夫會以效率為重主張用機器採收，年輕人覺得身體力行很重

要堅持用手工收割。年輕人體力旺盛可以熬得過日曬雨淋，然而年邁老農夫

卻無法承受豔陽的煎熬，又怕年輕人經驗不夠會影響收成效益。有二期決定

以手工收割時，老農失望覺得團隊不夠尊重他們到場表達之意見。而有一期

採用機器手工收割並用，表面上是各讓一步，其實雙方的看法都沒有改變。

然而，一個重大而實際的變動出現在2015年夏天，原來駐點的專任助理A離

職，由B接任。A和B儘管都是蹲點社區的老手，對於籃城社區也有高度的熱

情，但是二人對於籃城計畫的階段性重點有不同看法，或是以通常的話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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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情勢變遷了，應該重新盤點之前執行過程時所看到的種種問題了。於

是，B接任一個月之後，籃城團隊和社區協會開了一個會，一方面向社區介紹

新的專任助理B，另一方面說明團隊的新重點。在簡單介紹之後，B說：

各位長輩好，我接替A，未來我會常常出現在籃城，以後大家會常

看到我，我都在活動中心或是（暨大籃城）辦公室。我要向大家說

明，年輕人追隨長輩的步伐，學習很多農村智慧與經驗。我們現在

要將社區傳統的文化脈絡保留並繼續延續，媒合有意願的學校、家

長、農友，希望藉由『體驗學習』讓學校師生及當地住民感受傳統

農村的魅力

一位社區理事提問，「那以後暨大就不和我們一起種公田了嗎」？B馬上

回答：

沒有，沒有。暨大還是會繼續經營公田。以前的作法是讓年輕人返

鄉來種田，讓他們看到留在農村一樣可以過生活。但是公田面積太

小，還是留不住年輕人。之前年輕人從長輩那裡學習插秧、收成，

現在要和外面的團體或學校交流學習料理，比方說食材、餐桌、烹

飪、分享。社區除了水稻和菜園，我們也發現茭白筍、玉米、紅甘

蔗，也是很有特色的農作物。這樣子才能擴大在地農業及食物網

絡，吸引年輕人，開拓產業。但是共學的精神還是一直有的啦。

同時，社區另一名理事問，「那需要我們做些甚麼呢」？籃城團隊其他

與會成員幫忙說明：暨大將會辦理見學活動，著重在「種子到餐桌」及「餐

桌到產地」的概念，把一級作物的產地加入二級與三級的元素，順著作物的

生長期不斷地加入體驗學習的元素，定期邀集各協力單位進行腦力激盪，以

及辦理農村微市集。還有走入中小學校園，由農村長輩帶領小朋友在田區踏

查，最後的目標是完成在地食農教育繪本。外人來社區，社區走出去，都需

要長輩的協助。同一個理事半開玩笑地說，「那我們就要從農夫變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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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會做也要會講了」。團隊成員略顯尷尬，不過此會的主要目的算是達

成。以公田為基礎擴展到食農教育再到農村市集、網絡，成了2015到2017年

籃城行動的主軸。

人社計畫當時執行到了第二期，總辦公室希望各大學團隊除了繼續深

耕原來的社區之外，更希望發展出跨社區的連接，也就是從點狀的操作，能

夠進到面狀的議題，處理較廣的現象。這是籃城團隊當時擴展議題的外在原

因。在籃城也有其內部的困難。例如，社區頭人們對暨大有一些不諒解：他

們想發展商業導向的社區產業，因此駐點助理幫忙帶了賞鳥、親子農事體驗

共學等等的小旅行，但是助理團隊認為這些小旅行若是脫離籃城的文化或在

地產業季節的脈絡，就不是太有意義，不可能經常性辦理。於是演變成有一

度年輕人結合在地文化和產業時，只要用到「籃城」二個字都要經過社區頭

人同意，才能對外宣傳，以致最後無法進行。加總之下，籃城團隊便提出了

新的方向。然而，問題來了，我們要如何說服社區人士當時開辦公田時的種

種說法和承諾依然存在？我們真的只是換湯不換藥，仍然維持和社區共作而

不只是將其變成配角？曾經「撩下去」的民眾要如何被說服他們仍然扮演重

要角色？特別是專任助理更換，社區居民熟悉信賴的角色退場之後？上述會

議裡的對話透露許多重要的訊息。首先，B一開始就言明他來接替A，所以他

不是A，但他會經常到社區走動，像A一樣，建立某種計畫擬人化的連續一

體感。B說他會常出現在幾個社區角落，讓社區知道可以在那裡看到他、找

到他。這是典型的語言和行動密不可分的例子，這不只是字句而已，更是行

動。其次，B描述現況，指出困難，並提出解方：「公田面積太小，還是留

不住年輕人」、「擴大在地農業及食物網絡，吸引年輕人，開拓產業」。這

是「真實論述」的基本操作，有能力觀察、分析、因而介入、改變真實的人

正是維持許諾的首要條件。真實論述可以被驗證，因為它著重在具體的參照

（reference）（Hill 2000），這是能夠讓人們了解感受到的外在變化。最後，

真實論述之外還需要「劇場論述」，這不是指的一般意義下的展演，而指的

是訊息（message）的傳達（Hill 2000：271-272）。說話者必須運用技巧讓聽

眾認識到即使原來的許諾內容有所改變，可是新的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手段

還是符合初衷的訊息。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因為承諾者沒有辦



65

計
畫
作
為
許
諾
：
人
文
創
新
與
社
會
實
踐
計
畫
中
的
會
議
、
國
家
話
語
、
與
社
區
行
動

法實現承諾，他就必須採取許多策略讓被承諾者相信改變並沒有偏離原來承

諾的範圍。籃城團隊實質上已經分散到茭白筍、玉米、紅甘蔗等作物，實作

的場域也不侷限在籃城，甚至實作的主軸也從公田的共作變成農村網路的開

展，進而建立品牌和行銷平台。這些對老農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

得學習很多新的事物，「要會做也要會講了」。最終說起來，籃城團隊儘管

「擴大在地農業及食物網絡」，但是守住並傳達出幾個基本訊息：仍然著重

於農業、老農青農共作共學的傳承、籃城仍是食農教育的基地等等、「走入

中小學校園，還是由農村長輩帶領」。以上三種語言論述形式的交替出現，

讓籃城團隊在人員和議題變動以至於難以實現承諾的危機時，傳達出我們仍

然是具有發現真實、介入真實並堅守固有訊息的「人」，只有人才能承諾，

籃城團隊在對話中以這些語言策略確認堅守承諾的擬人身份。於是，即使社

區在當下未必了解日後自己真正的功能，不過也能體認到發話者邀請繼續留

在對話關係的行動，在對話中肯認彼此的角色。

四、結語

人社計畫執行到現在（2020年），陸陸續續已經有各個大學的期中、

期末報告、各種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專書，描述與分析計畫執行過程中

的各種狀況。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和文章無論是針對何種議題、無論是經驗

材料的整理或是理論層面的對話，總是不忘提出挑戰和反省。就以集結第一

期計畫執行成果的專書《新實踐與地方社會》（2018）一書為例，大致上

都總結在探討現狀、指向未來。人社計畫強調社會實踐，在行動過程中發現

問題，再找出解答，這樣的目標很清楚的反映在該書的導論：「每個計畫都

會有研究目的或願景。人社實踐計畫的研究人員通常在走入社區後才了解社

區真正的問題……人社實踐計畫執行的一個『象徵』意義在於……他們可以

有勇氣透過人社實踐計畫的在地實踐追求這個看似遠不可及的目標」（蔡瑞

明、謝國興 2018：12-13；我的強調）。其中，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等

（2018）一文頗具有代表性，他們描述東華大學團隊第一期三年的實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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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個原住民場域，聚焦於文化照顧、原住民族土地、民族教育三個議題，

兼及花蓮在地公民運動。作者們指出，東台灣的實踐經驗是要和Wright在

《真實烏托邦》一書裡提到的七種通往社會賦權的模式對話和討論，最後發

現其中五種，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結社民主模式是較為常見的

（2018：86）。文章末尾，作者們總結到：「最終，我們還是應該要問，這

些行動方案將透過何種途徑，以及在何種程度去影響既有的結構……是未來

的實踐工作必須念茲在茲的問題」（2018：87）。8同時，四所大學團隊分別

在各個場域開展諸多具有特色的創新與協力議題，無論是大學裡跨域跨科系

的社會實踐課程、大學與社區社會經濟合作的經驗等都點出類似的反省；例

如，「實踐行動者各自在社會實踐課程中經由教、學、做，從而融為異質匯

集之處……那麼，是否也有可能產生協作合作體的集體轉化呢？這是值得繼

續觀察與探究的議題」（蘇羿如、陳怡方、林美珠 2018：182）；或是，「圍

繞在食物與農業議題上的社會關係、網路的建立與累積的確有所成效……這

類社會工程的積累……並非數年間能夠一蹴可幾（原文），也忌諱揠苗助

長，需持續與長期的在地經營」（蕭惠中 2018：307-308）。

這種對於執行面所發生的困難而來檢討和校正，我可以繼續舉例，比

方說，在合作行動的過程中，團隊即使完全遵循當地人意見來劃定行動，這

樣的界定是否已經消除了知識霸權的痕跡？或是，公田帶來某程度生活態度

的改變，有更多的居民關心這塊田地以及稻作這回事，某種自尊和快樂的情

緒出現了，只是這生活態度的改變尚未帶出共同行動，尚未帶出居民對公共

性議題的關注及思考。前一種問題來自於對是否真的有「平等合作」理論上

的質疑；後者則像是我們指出經驗世界尚未達到計畫許諾的佳境。但是，我

想要闡述的是，我們觀察理解到在地變動不居的現象，導致行動承諾難以實

8　戴興盛、鄧湘漪、謝若蘭等（2018：83）在描述他們自己的案例時，有段饒富趣味的文字，亦

即，單以時間的尺度觀之，個別部落出現的社會權力有三個來源，一是公民社會培育的基底，二

是長期的國家權力介入，三是近期國家權力介入（如人社計畫）所串聯的既有社會力，以及孕育

的新社會力。「但我們也可以期待有新的可能性…類似人社實踐計畫的國家力量或許能在既有的

基礎上加入培育社會力的新能量」。他們描繪既有的優缺點，進而期許自己也期許他人新能量的

發生，現時的計畫只是國家連續計畫的一環。個別計畫的成敗，為下一個計畫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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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隨之提出檢討和批評的時候，我們其實是以計畫執行者內部的觀點來探

討計畫實踐時的優缺點，到底有何種「匱乏」需要被改善？這種取向對於政

策計畫者自然是必要的作為。但是有沒有外部觀點呢？也就是說，當計畫的

許諾沒有實現或是不斷延宕之後，人民為何還願意與之對話呢？計畫人員可

以不斷積累社會工程，追求看似遠不可及的目標，但是社區為何要繼續觀察

與探究呢？

進一步而言，從以上的描述，個別計畫似乎面臨二類「問題」。首先，

是計畫的上層意圖；也就是，政府部門表述與設定問題，以合理化其計畫的

提出。再來，是計畫的執行層面，當它實際執行時理所當然的在各個層面出

現問題，計畫的執行人員也理所當然的要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這二類

問題當然是不同的，而且每個層面與環節出現的問題當然也是不同的。冒著

簡化各種層次的危險，我主張這二類「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一個在時間

序列上首尾相接不斷循環的問題。也就是說，個別計畫在經驗世界發現和面

臨的問題，可以變成下一個計畫的「上層」意圖。計畫因為實際的政治過程

和社會行動的糾葛而無法完成許諾、產生矛盾。個別計畫所設定解決的問

題，以及其執行時面臨的問題，牽涉到Hill（2000）所說的真實論述；也就是

有能力的人真實探索並羅列出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在認真執行過程中發現

具體的困難，並且設法解決，這是承諾的基本元素，讓被承諾者相信這個承

諾者恰恰是實現許諾的人。在當代社會裡，客觀探討與解決問題的科學能力

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具有能力承諾者以及實現許諾的基本要件。以上的反省報

告恰恰是計畫所需要的真實論述，它們除了是一種理性分析的論述之外，更

多的作用是許諾者讓許諾這一情感的願望持續被重新安置。不過，真實論述

只是構成聽眾進入對話關係的第一步，如何讓聽眾留在對話關係裡，仍然需

要符號、儀式、情節等所謂劇場論述不斷的出現，和真實論述交錯進行，探

知彼此的心意，方能保持聽眾的興趣，不但繼續期待承諾實現，甚至在承諾

無法兌現時不至於完全幻滅。相對於其他政府的計畫，人社計畫特別注重伙

伴、平等、開放、實驗的精神，自然在執行過程中會發現很多問題。但是，

人社計畫和其他政府的計畫最大的差別不是在執行過程中有無發現問題，而

在於人社計畫所強調以參與來解決問題，就必須克服如何吸引各行動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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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難題。本文所描述的會議，作為人群的聚集與對話場合，正是真實論

述與劇場論述交織的地方，讓計畫許諾者不斷說話，吸引聽眾，以維繫住計

畫的承諾。

本文一開始就說明大學如今深陷在審計文化，長久在評鑑指標和各種

計畫補助模式的治理之下，很自然地會去爭取、執行科技部的人社計畫，增

加大學（以及教師）的研究和教學資源，即使這個計畫弔詭地以社會創新和

社會設計概念為核心，企圖跳出慣行的審計和評鑑文化，創造出新的大學知

識典範。另一方面，我在暨大執行人社計畫期間參加過許多次本文所描述的

三種類型會議，在這其中不斷地自我檢討（或說呈現）執行的面貌，也經受

過多次學院同儕以及社區居民對計畫本身或我執行計畫成果的檢討與反省。

也許是所謂執行計畫的壓力，也許是求好心切想要精進改善計畫執行層面問

題，那些他人與自我的檢討與反省往往停留在技術層面的探討，也就是如何

拉進所謂計畫目標和實踐永遠存在的鴻溝，以及為接手計畫下一步的人打好

基礎。這些無止盡的工作交流與檢討反省的會議之所以存在以及被忍受，只

是因為我們相信計畫必須存在和執行－無論是因為早已深陷在審計文化而相

信或是因為相信計畫可以促進美好的事物。但是不管出發點的動機如何，我

們是在計畫內部邏輯裡談論計畫，也就是不斷地證成計畫的必要性而已，即

使考慮社區居民的檢討和不滿，也只是將其納入計畫內部的批判，以便讓計

畫更貼近合作者的需求。

只有當我把這些無止盡的會議理解成儀式，我才了解會議不斷重複，持

續類似的形式，才能保持承諾，發出訊號邀請觀者繼續留下，儘管內容已經

有所改變。本文描述的三種類型會議：大學團隊與補助單位的工作會議，強

調不斷的溝通讓這種會議像是告解般的規訓體制，使得個別的行動者和集體

的目標能夠合拍，常保一致；同時也讓計畫透過語言不斷產生其他的字句，

讓語言像物件一般帶動計畫穿透社會場域。大學團隊內部的例行會議，首先

是持續而恆常的行政中心會議讓各持份者、行動者可以在這裡找到決策者，

把計畫產生的各種問題反映到這裡，同時它成為團隊擬人化的象徵，若是沒

有這種人格整體的象徵，它就會喪失其許諾的吸引力，畢竟只有人才能說出

「我承諾」。再者學校各科系的教師於團隊內部的會議組裝議題，在對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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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下，整體的計畫能夠保持形式，即使各方已經出現新的立場。正所謂

的原來的語言事件中斷但卻不是結束，只是進入新的流通過程。大學團隊與

合作社區的交流會議，駐點團隊必須時時有所作為，才能讓居民肯認這個計

畫是認真的，團隊具有實現承認的能力，進而願意參與計畫。暨大籃城總計

畫藉著一個一個小型子計畫及其相關的活動產生的會議、交流，不斷擴展與

修正計畫的目標，當各方行動者滿足於一個小型計畫達到的微小目標，其實

效果反而是肯認總計畫的承諾仍然存在，雖然沒人能清楚說明最原初的承諾

是甚麼。當許諾者（工作人員）來來去去，計畫因為內部的批判與反省而擬

定新的操作方向，以及社區無法理解計畫內部發生如何改變的時候，只有外

部可見的會議形式不中斷，以及會議中許諾者交織使用的語言策略、論述，

保證完成許諾的能力，如此才能讓被許諾者保持期望，繼續對話。

本文描述會議像是儀式般的發揮功用。但是，我提出這三種類型會議

而且探討其各自的功能，並不意味所有這三種類型的每一次會議都具有同樣

的功能，況且在科技部人社計畫辦公室、大學團隊、協力社區這三個場域，

也不時的出現無法被我歸納的三種類型的聚合、活動。我聚焦在行動發生危

機之後的會議，無論是溝通不良或人員變動的時候，也就是因為某種問題而

出現的幾次會議，就像人們啟動儀式一樣，然後從會議得到淨化、提升，解

決問題。然而，我將會議當成是人、物及理念的聚合場域和活動，它如同儀

式一樣，聚集不同行動者、不同的身份和欲望等，甚至如同儀式裡可能發生

的參與者若不遵照儀式規則、步驟等形式，人們不但不會得到淨化、提升，

反而造成混亂、失落，就像我上文提到的我在社區分享課程發表會裡的狀況

變成災難，於是之後需要另一個會議（儀式）導正上一個會議（儀式）的錯

誤，重新安置原有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就因為我側重其感染（conjure）

參與者的力量，也就是其效果如何帶來爾後的行動，我乃集中分析儀式前台

運作的形式，其所出現的論述，所以沒有詳細描述會議裡每個參與者的想法

和行動。總之，本文開頭說明這不是一篇針砭人社計畫的文章，所謂內部的

檢討反省，人社總計畫以及暨大自身計畫執行的優缺點不是本文的旨趣。本

文一開始我承諾希望藉由三種類型會議，試圖說明計畫所許諾政治經濟效益

不是持續召喚人民參與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漫長而複雜的時間流逝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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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總是會失去它的效能。計畫必須要有魔力讓其所許諾的政治經濟效益保持

下去，不論它產生了多少的內部批判檢討改進，最後還是要讓規劃者、國家

看起來像是個意義整體。經過本文一連串的民族誌書寫，我希望我實踐了我

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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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s Promise: 
Meetings, the Language of the State, and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Shaw-wu Ju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nthropology generally regards the state and bureaucracy as 
instrumental and symbolic, the former based on its utilitarian rationality, 
while the latter o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lture. Taking the case of 
planning, I further point out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potency 
to conjure emotions among the people, and how it promises, much as a 
religion promises its devotees, to let people become part of a much larger 
meaningful totality, and more, willful agents of state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raws on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und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2013 to 2016. It explores how the Project stimulates people’s 
engagement through three kinds of meeting: meetings between the 
funding agency and the Investigation Team, between members of the 
Investigation Team, and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Team and collaborative 
groups. The paper first explores how planning develops into the 
mechanism of a promissory future; and second examines the gaps between 
the promise and the discontent that arises as a result of negotiations and 
attunements among various agents. Meetings are one way of materializing 
planning; they are an important venue through which we understand 
how the plan constructs and encounters different identities, desires, and 
anxieties when it promises a good future. 

Keywords: plan, promise, meeting, governance,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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